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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與中國近代史 
通商口岸（treaty po r ts )是中國近代史的特殊產物。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
丨丨炮艦外交叩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依條約開放五�
固對外通商商璋（廣州、廈門、上海、福州、寧波），該等對外通商商璋之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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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近代通商口岸歷史之開端。 [ 1 1隨着對外戰爭失敗與不平等條約的締訂’中 
國被迫開放更多沿海港口與內陸城市作為條約口岸，總計 1 8 4 0年起至 1 9 3 0年 
間，中國共開放七十七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 2 】這些通商口岸與其他中國城市 
有 兩 個 不 同 之 處 ： 
首先，通商口岸是在華外國人的主要集中地。 1 8 4 2年南京條約簽訂’規定 
賦予英國可在通商口岸內派駐領事及享有居留權， 1 8 4 4年中美望廈條約及中法 
黃埔條約更准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內建立教堂、醫院等設施，自此通商口岸成 
為 在 華 外 人 的 集 中 地 ’ 外 國 人 以 通 商 口 岸 為 基 地 ， 擴 展 外 國 在 華 的 影 響 力 ’ ？f彡 
成 與 傳 統 城 市 迥 然 不 同 的 西 化 都 市 。 
其 次 ， 通 商 口 岸 內 的 外 國 人 享 受 與 華 人 截 然 不 同 的 待 遇 ， 領 事 裁 判 權 賦 
予 外 國 人 在 中 國 免 受 中 國 司 法 制 度 審 判 之 特 權 。 大 多 數 通 商 口 岸 內 皆 設 有 ® 
⑴不少學者視通商口岸與西人在華其他據點（如香港）為同一類型城市’事實上儘管 
兩者同受西方文化影響，但西方在政治層面上於兩地發揮影響力之本質與糢式有所 
不同。以香港與其他通商口岸城市而言’前者是英國殖民地’後者則為中國政欣 I】 
予外人之居留地，理論上仍保有該地主權；香港最高行政長官為香港總督’ 1 859等 
起只需向英國理蕃院（Colonial O f f i c e )負責’通商口岸英人事務通常由駐當地英園 
領事負責管理’兩者法律依據卻有所不同：前者依靠《英皇制誥》 (Letters of Patent) 
和《皇室训令》（Royal Ins t ruc t ions )等英國法律文件職予權力；後者則主要依靠與 
中國莶訂之不平等條約為法律根據。有關香港早期憲政發展’參丁新豹，〈歷史0 
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收於王赓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 
店，1997年）’上册’買75-86 ；通商口岸内外國駐華領事之權力可參H.B.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12)， 
pp.184-187。 
�2i R h o a d s M u r p h e y認為中國通商口岸可分為三個等級：第一類是全國性對外口庫 
(如上海）；第二類是地區性口岸（如天津、漢口、廣州）；第三類是省級服務中 f 
(如長沙、重慶與福州）’見 R h o a d s M u r p h e y , " T h e Trea ty Por t s and China ' s 
Modernization,"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51-52 ；林滿紅認為就兴g 
内經濟關係而言’通商口岸約可分為四類：一為直接以國外為貿易對象’外國 f易 
比重大於國内者’如束北地區之口岸；二為經由中國其他口岸轉口 ’外國贸易比 f 
大於國内者，如臺灣地區之口岸；三為外國貿易比重前後有變，但主要仍由國内其 
他口岸轉口者’如山頭、煙臺、重慶、天津等港；四為長期以國内贸易比重廣多 
者’如九江。見氏著’ 〈口岸贸易與近代中國〉’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編者自印’ 1986年）’下冊’真 8 9 3-8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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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後者是列強與中國官府商議劃定的外國人居留區，主權雖仍歸中國政府�
所有，但實際上界內管治權與稅收權卻屬外國政府或在華外僑所管理，中國政�
府無權過問，儼然成為中國境內的「國中之國」。�
從近代史的角度來看，通商口岸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之起點和重心。早期中�
國現代化事業’大都以通商口岸為起點，從而將其影響擴散至內地，令內陸城�
鎮景觀出現空前變化。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通商口岸與租界的形成是西方�
列強炮艦外交與中國政府喪權辱國的象徵’如何收回租界與在華外人特權遂成�
為民國時期中外交涉之重要課題；此外，租界與中國革命關係密切’辛亥革�
命時期革命黨人於租界發行反滿刊物，組織機關聯絡同志與策動起事，事敗後�
逃入租界匿藏；軍閥混戰時期，西方軍火商從租界走私軍火’助長中國內戰’�
租界亦成為下野政客與失勢軍人之逋藪。�
第二，就文化思想方面而言，通商口岸是中國近代文化與教育事業中心“ [ 7 】�
_方傳教士在通商口岸開拓之教育事業與文化機關’對中國國人民智啟迪與改�
胃思想的廣泛傳播意義重大，該等文化與教育事業培養出一群接受西式教育與�
知識的「新知識分子群」’成為近代中國改革運動的領導骨幹；此外，通商口岸�
內外國居民享有之特權及華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利中國民族主義的廣泛�
‘— 
據陳三井統計，1911年前中國共有十六個城市設有租界’包括上海、廣州、福州、 
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臺、蒸湖、重慶、杭州、蘇州、沙市、鼓浪填與長沙 
等十六個城市’唯鼓浪J•與實為度門之一個屬區’未可視為個別獨立城市，故其實際 
總數應為十五個。見氏著’〈租界與中國革命〉’收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 
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馆’ I 9 8 6年）’册 I 8 ,頁 
888-890 ° ‘ 
中_政府無法在租界内行使治權的典型例子莫如1 90 3年在上海發生之《蘇報》案’ 
時由革命黨人主筆的《蘇報》反清言論曰形激進，清廷下令拘捕章柄麟、鄉容等革 
命黨人與報社負責人’因《蘇報》報社位於英租界内’乃向領事團交涉副署拘票’ 
由租界警探拘捕諸人’交「會審公廨」提訊’清廷委律師古柏（A.S.R White-Copper) 
提出控訴’最後判定章柄麟入獄三年、鄰容入獄兩年°詳見周佳榮’《蘇報與清末 • 
t s�政治思潮》（香港：昭明出版社， I 9 7 9年）’ I 56-66 ° 
‘有關北伐至九一八事變前夕中國政府收回租界與在華外人特權之努力，參李恩涵， 
16】《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l " 3 年） ° 
丨力陳三井’〈租界與中國革命〉，灵 8 9 4- 90 5 ° 
據熊月之分析，1860-1900年間’随着上海在中國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漸成為西學 
在中國傳播的最大中心’以譯書數量而言’全國譯書總數 7 7%出自上海。見氏著’ 
《西學束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 l " 4年）’頁 I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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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及民族運動的興起。 t 8 ]外國新思想經通商口岸的新聞出版事業傳至中國’�
經知識分子重新證釋與宣揚，對近代中國思想變革起了極大貢獻。�
第三，就經濟方面而言，通商口岸是中國近代新式生產事業與商業的中心” 
上海、廣州、天津、武漢等近代中國重要商業與工業城市均為通商口岸，構成�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單就上海一地而言，據全漢昇統計，1911 
年上海共有工廠48家，全國工廠總數171家’佔全國工廠總數28.1%� ； 1930年上�
海共有工廠837家，全國工廠總數1,975家，佔全國工廠總數42.4%。！9!至於貿易�
方面，1900年上海直接對外貿易貨值為204,129,362海關両’佔全國總值55.16%� ；�
1930年上海直接對外貿易貨值為992,409，356海關両，佔全國總值44.64%。�
見通商口岸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後，就社會演化而言，通商口岸孕育中國近代新興的社會階層。通商�
岸工商業興盛造成城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形成與發展。前者一方面以通�
口岸為活動基地，依靠西方列強所給予的法律秩序保障自身權益，另一方面 i^y 
傳統商業網絡與個人地緣關係為基礎，拓展個人事業，以有異於傳統商人的姿�
態積極參與地方事務與現代化建設，成為近代史上舉足輕重之社會階層；後者�
則為近代工業化的派生物，洋務運動建設促成新式製造事業的誕生，馬關條約�
後在華外資工廠大規模建立，外資與華資的新式生產機關吸引大量農村人口流�
入通商口岸尋求生計，造成近代工人階級之形成’ [11】為1949年後中國工業技術�
人員培訓奠下堅實基礎。�
綜上所述，可見通商口岸與中國近代史之發展關係密切，未容治史者忽視’�
本文即旨在對二十世紀中國與西方史學界對通商口岸之硏究成果作一介紹與評�
論，裤使讀者能對當代中國近代通商口岸之研究成果與發展趨勢有更深瞭解。�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pp.66;又 Paul A-
Cohen指出十九世紀中國「沿海地區改革者」多曾於「廣州——香港——澳Pi」戎 
「上海」地區生活’他們強調商戰與民族思想之觀點俱為西力入侵所賦予之時代特 
點；見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Ch '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56-259. 
[9】全漢昇，〈上海在近代中國工業化中的地位〉’收於氏著，《中國經濟史論策》（香 
港：新亞研究所’ 1972年）’冊2 ’頁698。 
全漢昇’〈上海在近代中國工業化中的地位〉，育703。 
[11】據 JeanChesneaux估計 ’ 1919年全中國約有工人 1,489,000人。見 J e a n C h e s n e a i i X ,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 H. M.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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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述評與目錄 
就研究述評方面而言，有關通商口岸之專門研究述評並不多見，唯因近年�
史學界有關通商口岸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近人撰述之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普�
遍以通商口岸研究成果為論述主體’且通商口岸研究亦為中國近代城市史內其�
中一個重要範疇’故這些硏究述評與目錄實對讀者們瞭解近年通商口岸研究動�
向與成果極有稗益。�
西方學界方面’最重要者首推鮑德威（DavidD. Buck, 1936-)〈近代中國城市�
史研究成果〉，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硏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
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硏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年）’下冊’全文介紹近年中國大陸地區、臺灣地區與西方歷史學界對中國�
近代城市之研究取向與重要成果’文中第四節（頁580-591)專門介紹通商口岸�
在近代中國史上之地位尤值參考；Susan Mann〈城市化與中國歷史演變〉一文除�
_察美國學界對近代中國城市化過程研究的趨勢外，更探討民國時期中國知識�
分子對城市觀念之改變；[丨2】ChristianHenriot(安克強）〈十九及二十世紀中國城�
&與城市社會：西方著述的回顧〉，則旁及法國學界對中國近代城市研究之述�
評°【B)中國大陸方面’鄭祖安、施扣柱，〈國內租界史研究概述〉，《社會科學》，�
1988年9期（1988年9月），簡介中國大陸地區租界史的硏究內容與觀點，唯對有�
_書目的介紹稍嫌簡略；劉海岩’〈近代中國城市史硏究的回顧與展望〉，《歷�
史研究》，1992年3期（1992年6月）’頁14-30 ’探討近代城市史內涵與中國大陸史�
•界對城市史研究的討論重點；王笛，〈近年美國關於近代中國城市的研究〉，�
《歷史研究》’ 1996年1期（1996年2月）’頁171-186 ’討論近年美國史學界對近代�
城市硏究的重要成果與概念，論 l i精闢，極富啟發性；杜語，〈近代中國�
,商•岸研究一一歷史與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年6期�
丨 - • 
ousan Mann, "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a," Modem China, 10:1 (January 
Christian Henriot, "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 Literature,"《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21 期 
(1996 年 3 月）’買 15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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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6 年 1 1 月），頁 3 9 - 4 2 ，簡介通商口岸硏究，唯其論點頗值商榷；熊月之著’�
《上海通史一一第一卷：導論》 (上海人民 ’ 1999年）’第9章’〈上海歷史硏究概�
況〉，頁 1 6 0 - 2 4 8 ，介紹國內外學界之上海歷史研究概況。臺灣方面，史明正’�
〈西方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 3期’（1 9 9 2 
年 11�月），頁8 5 - 9 7，介紹M a x Weber (1864-1920)、施堅雅（G. Wi l l iam Skinner, 
1 9 2 5 - ) 之 學 說 與 近 年 來 美 國 中 國 近 代 城 市 研 究 趨 向 ； [ I 5 ] 林 滿 紅 ， 〈 口 岸 貿 易�
與近代中國一一臺灣最近有關研究之回顧〉，收入《近代中國區域史硏討會論文�
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1 9 8 6年），下冊，頁8 6 9 - 9 1 5，則以七十至�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臺 灣 地 區 九 篇 以 通 商 口 岸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碩 士 論 文 作 比 較 性 考 察 ’�
〖 1 6 1 檢 證 該 批 研 究 對 近 代 中 國 口 岸 貿 易 問 題 研 究 所 具 之 貢 獻 。�
硏究書目方面，中文者有《近代天津城市史》編寫組編，〈中國城市史研究�
論著索弓丨（二)〉，《城市史研究》 ’ 1期 (1989年9月）’頁157-218，羅列民國時期至�
1 9 8 8 年間中國大陸地區近代城市史研究論文 [ I 7 】 ，其中有相當部分論文俱屬有�
關通商口岸之研究成果°英文方面， L a u r e n c e I C . Ma (馬潤潮），《中華人民共�
和 國 的 城 市 與 城 市 規 劃 ： 一 個 有 註 釋 的 書 目 》 ， 載 有 部 分 1 9 4 9 年 以 前 有 關 逋 商�
1 1
4 �杜語認為「近代中國的所謂城市化過程’實際上只是一個通商口岸化的過程」（買 
42),筆者未敢贊同’蓋城市化是近代世界社會發展的共同現象，是否能以「通商口 
岸化」一詞加以概括中國城市化現象實屬疑問’且近代中國部分政治性城市（如此 
京和南京）之城市化進程在若干程度上實為國家推動的結果，與其他通商口岸城 
以經濟因素及在華外人利益為主導之城市化發展明顯有別。以北京為例’史明正認 
為國家在二十世紀初北京城改造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見氏著，《走向近代化的 
北京城——建設與社會變革》（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年），買6。另有關國民政廣 
與南京城市建設之關係’參羅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設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 i s i該文另有一篇幅較長版本，見史明正’〈美國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城市史的研究〉’ 
《中國古都研究》，8期（1993年）’頁379-395。 
[ � 6 ]該九篇論文包括林滿紅，〈茶、糖、樟腦與晚清臺灣.之經濟社會變遷〉’國立臺灣 
大學歷史研究所 1 9 7 6年領士論文；謝世茶，〈九江貿易研究〉’臺大歷史研究所 
1
9
7 7年領士論文：温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國立臺灣師範大举 
歷史研究所 1 9 7 8年頓士論文；雷慧兒’〈東北的豆貨賀易〉，師大 1 9 8 0年領士論 
文；范毅軍‘〈對外贸易與韓江流域的經濟變遷〉’師大 1 9 8 1年项士論文；劉素 
芬’〈煙賀易之研究〉’臺大歷史研究所 1 9 8 2年頓士論文；張淑茶，〈近代四力 1 
盆地對外貿易與工商業變遷〉，師大 1 9 8 2年頓士論文；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 
之研究〉’師大歷史研究所1 9 8 3年頭士論文；葉淑負，〈天津港的贸易對其腹地 
經濟之影響〉’臺大經濟研究所 1 9 8 3年頓士論文。 
【171栽於《城市史研究》’ 1辑（1989年9月），賈15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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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之西文書目；间G . William Skinner� ’《近代中國社會：一個分析書目》雖然�
並非有關通商口岸之專門研究書目’� 唯因其載有大量有關通商口岸硏究的�
中曰西多國語文資料，檢索異常方便，亦為學者不可忽略之工具書。�
三、民國時期學界對通商口岸之初步探索 
中西史學界對通商口岸之初步探索’實淵源自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
子與西方來華工作者（如傳教士、商人、職業外交家）對通商口岸的研究與論�
述。就中國史學界方面而言’近代史學之發展與政治關係密切，民國時期知識�
分子對近代中國通商口岸的負面態度’與曰後大陸史學界對通商口岸的負面評�
價形成密切關係。�
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通商口岸負面態度之形成約有兩大根源：第一是�
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思潮，攻擊焦點為通商口岸內外國人所享有之特權與�
_人所受到之不平等待遇。五四運動爆發後’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思潮席�
捲學界’知識分子既目睹租界內外橋對華人之歧視，復對西方列強利用租界�
預中國內政感到忿忿不平，大規模發表言論攻擊帝國主義者在通商口岸之�
ft略行為。岡北伐戰爭前夕，五册運動、沙基慘案與省港大罷工等反帝運動�
陸續爆發’民間要求政府收回通商口岸內的租界與在華外人特權之呼聲響徹雲�
^’國共兩黨印發大量刊物頌揚各地反帝民族主義運動。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
代初中國學術界出版的反帝國主義論著中，最有系統地論述帝國主義如何利用�
.�
‘Laurence J. C. Ma, Cities and City Planning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 Annotated 
U91 Bibliography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1980). 
G. William Skinner, Modem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Stanford: 
I扣j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如陳獨秀在I92•年9月在《新青年》發表短論，聲稱上海社會「大部分是困苦賣力 
毫無知識的勞動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間接在外國資本勢力底下討生活的奸商」， 
「若不用猛力來改造一下’當真寺他做輿論和文化底中心，那末’中國底輿論和文 
化可真糟透了」。見任建樹、 f i統模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1993 
年）’卷2 ,買 1 6 8 ；蔡和森於 I 9 2 3年11月撰文指出「外國侵略家在租界面的強固 
權烕’完全建立在界内華人嚴重的負擔之上」’上海繁盛的基礎「完全是建立在外 
國商品上面’而且完全屬於外國侵略家！」°見蔡和森，〈被外國帝國主義宰制八 
十年的上海〉’收於氏著’《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 1980年），I 3 9 0 - 3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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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進行經濟侵略者首推漆樹芬，《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上海：光華書局’�
初版發行於1925年，第七版發行於1930年）。全書以馬克思資本論分析通商口岸�
對資本主義擴張之重要性，縷述通商口岸內華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並警醒�
國民：「如（外國人）這種特權不廢除，……他們即變成我國之資本家，我們國�
民全體即降而為勞動失業者」。 [ 2 1】以反帝國主義為基調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中�
國二十世紀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租界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之形象在民族主義宣�
傳下深入民心，成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大陸地區知識分子討論通商口�
岸問題的基本前提。�
第二是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對通商口岸城市「資本主義化」與「都市化」所帶來�
社會問題之不滿。二十世紀初期沿海通商口岸城市急促發展，產生如娼妓、童�
工 、 貧 富 懸 殊 等 社 會 問 題 ， 引 起 知 識 分 子 不 滿 。 二 、 三 十 年 代 沿 海 地 區 逋�
商口岸畸型經濟發展與內陸農村地區调蔽成為強烈對比，城鄉對立現象日益顯�
露，農村建設運動遂成為當代知識分子關注的課題，這種強調農村發展重要性�
的言論可以梁漱俱(1893-1988)與費孝通（1910-2005)為代表。梁漱俱於三十年�
代倡議「鄉村建設」理論，認為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鄉村破壞完全是受到外國影�
響， I 2 3 】批評近代中國學習以都市為本的西洋文明，與原有以鄉村為本的社會�
產生衝突，導致農村日漸崩潰；中國都市（如天津、青島、漢口、上海等）人�
口「多半是為避亂或者為謀事而來的，並不是以工商為業的人」，恰好與西方情�
況相反，成為「一個消費的地方」；內地農村與都市外痺之間，輸出與輸入�
不能相抵，出現上海、天津等地資金充斥，內地農民借貸無門等奇怪現象。�
費孝通則強調「上海式」通商口岸對中國經濟之破壞性作用’指出通商口岸「晏�
一個經濟上處於劣勢的區域向外開的一扇門’……它的繁榮卻並不代表它所在�
區域的繁榮」，只是一個經濟缺口，吸取鄰近鄉村地區的財富，經濟上無法自�
給自足’富有「消費」城市的特點，導致鄉土經濟癱瘦。_�
漆榭茶，《經濟侵略下之中國》’第七版（上海：光華書局’ 1930年），灵I89 ° 
李大釗曾於1925年撰文批評上海租界政府與資本家漠視童工權益，呼籲只有依靠 
勞工團體的努力’方能改進童工的苦沉。見氏著，〈上海的童工問題〉，收於《李 
大釗選集》(北京人民，1959年）’ I 5 2 1 - 5 2 2 � 
�23】梁教滨’〈鄉村建設大意〉’收於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教漠全集》（山 
東人民’ 1989年）’卷1 ’頁 6 0 6 � 
_梁教漠’〈鄉村建設大意〉，頁 6 0 9 � 
''''梁教溪，〈鄉村建設理論〉，收於《梁教溪全集》’卷2 ’頁 1 5 9 � 
_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 1948年），I 1 5 3 - 1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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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對通商口岸城市之不滿與疑惑，為中共建國初期城市改�
造政策提供思想根源’亦更進一步確立通商口岸負面形象之形成。�
民國時期國人有關通商口岸的研究約可分地方志纂修、掌故佚聞編集、城�
市概述和時事問題研究三類。地方志方面’民國肇建’北京政府與國民政府秉�
乘明清遺風，頒布各種纂修地方志條文，[ 2 7]各通商口岸地方官紳相率從事地�
方志修撰’以上海地方志編纂成就最為突出。1932年上海通志館在柳亞子(1887-
1958)主持下成立’開始上海市志編修工作；1946年上海通志館改稱上海市文獻�
委員會’其所搜集的資料為後世上海研究學者提供了不少寶貴史料。同時上海�
逋志館及上海市文獻委員會亦出版《上海通志館刊》、《上海市年鑒》、《上海掌�
故叢書》及《上海地方志綜錄》等，刺激國人對上海研究的興趣。[ 2 81兹將上海、�
所屬城市� 纂修者� 書名� 卷數� 版本�
【清】秦榮光撰《上海縣志札記》� 6卷 1902年鉛印本�
吳馨、洪錫范修《上海縣續志》 30卷 1918年上海�
‘� 文廟南園志局�
刻本�
上海�
吳馨、江家嵋修《上海縣志》 20卷 1936年錯印本�
穆相遙修� 《【民幽】上海市 1915年錯印本�
楊逸等纂� 自治志三編》 Z 
李維清編� 《上海市鄉土志》� 1卷 1907年上海著�
易堂鉛印本� _�
來新夏，《中國地方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馆’ 1995年）’頁95-102。 
洪澤'〈略論上海地方志和上海城市研究〉’《上海研究論叢》，4期（1989年）， 
頁 326-327 ° 
259 
周子峰 
胡祥翰撰 《上海小志》 1930年傳經堂 
Z 書店印本 
上海 一 
李維清編 《上海市鄉土地 1907年上海著 
理志》 Z 易堂錯印本 
高凌雯纂修《【民國】天津縣 27卷 1934年金鉞 
新志》 亥IJ本 
宋蕴撲輯 《【民國】天津 1931年錯印本 
誌略二十編》 Z 
天津 r 
天津市志 《【民國】天津市 1934年錯印本 
編纂處編 概要十三編》 Z 
張江裁纂 《天津楊柳青 1卷 
小志》 Z 
厦門市修志局 《廈門市志》 35卷 1948年稿本 
廈門 纂修 
、 徐煥斗修、 《漢口小志》 1915年鉛印本 
胃口 王菱清纂 / 
^ 
佚名 《重慶鄉土志》 稿本，出版 
髓 / 年 份 不 詳 -
唯全書記事爱 
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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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漢口、天津、重慶五個通商口岸二十世紀初期至1 9 4 9年前夕出版之地方�
志分列如下： [ 2 9 ] 
掌故佚聞編集方面，部分長期居留於通商口岸之知識分子以保存史料為職�
^� ’捜集地方掌故或名人逸事撰成專著’如三十年代《上海市通志》編輯部成員�
組成「上海通社」，在柳亞子鼓勵下撰成《上海研究資料》正、續兩集.，全書以�
「上海通，通上海」的精神探索上海歷史與現象°� 其他類似著作尚有郁慕俠，�
《上海鱗爪》(上海：滬報館，1933年)和《上海_爪續集》(上海：滬報館，1935年）�
記載上海民間社會的生活瑣事0別的商堤類似著述尚有范錯，《漢口叢談》(武�
漢•益善書局，1933年）；劉炎臣’《津門雜談》(天津：三友美術社，1943年）；�
越裔譯，《上海史話》(上海：世界文化出版社，1947年）：馬健行編，《老上海見�
聞》(上海：國光書店’ 1947年）等。�
城市概述方面’晚清民國時期通商口岸經濟活動發達，介紹有關通商口岸�
生活與商業的書籍應運而生。如天津有孫學謙’《天津指南》(天津：新華書局’�
年）；天津出版社編’《天津便覽》(編者自印，1928年）：上海有黃人鏡，m 
人寶鑒》(上海：美華書局，1913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上海指南》(上海：�
商務印書局，1922年）；魯云奇編’《上海游覽指南》(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年再版）；沈伯經、陳懷圃編，《上海市指南》(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
幅州有周子雄等著，《福州便覽》(編者自印’ 1933年）；鄭拔駕，《福州旅行指南》�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厦門有蘇警予等編’《廈門指南》(廈門：新民書�
’ 1931年）；茅樂楠，《新興的廈門》(廈門：蕭惠民，1934年）；楊滴翠編，《新�
指南》(廈門：華南新日報社，1941年）；吳雅純’《廈門大觀》(廈門：新綠�
’ 1947年）；廣州有慈航氏編’《廣州指南》(廣州：新華書店，1919年）；廣�
彳、1生活廣告社編，《新廣州游覽指南》(編者自印’ 1936年）；趙嘉、廖生民編，�
《廣州大觀》(廣州：天南出版社’ 1948年）等。�
此外，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部分地方政府為宣傳改革理念或彰顯治績，出版�
=類書籍介紹通商口岸現況’這類書籍保存不少政府機關資料與官方的統計數 -
^’為後世通商口岸硏究者提供重要的參考材料°如福州市政府統計室編’《福�
；；^逑方志資料主要參考自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 
[30, ^  •中華書局’ I 9 8 5 年） ° 
上海書店’〈重印説明〉’收於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上海書店1984年重 
印本）’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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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要覽（第一輯)》(編者自印，1947年）；廈門市政府統計室編，《廈門要覽》(編�
者自印，1946年）：廣州市政府編，《廣州指南》(編者自印，1934年）與《廣州市�
概覽》(編者自印，1935年）；賀耀組，《重慶要覽》(重慶市政府，1945年）° 
社會問題硏究方面，通商口岸內在華外人特權與「都市化」所引起的問題@ 
為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不少學者發表己見，撰成專書討論，勞工問題研究有�
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近十五年來上海之罷工停業》(上海：中華書局’ 1933 
年）；《近五年來上海之勞資糾紛》(上海：中華書局’ 1934年）；余啟中’《廣州�
勞資爭議底分析：民國十二年一一民國二十二年》(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1934年）；王秀水編，《上海工人運動史》(中國國民黨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
1935年）；朱邦興、胡林閣等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香港：遠東出版社’�
1939年）等。租界問題有王揖唐，《上海租界問題硏究》(上海：商務印書館’�
年）；南開大學政治學會，《天津租界及特區》(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_�
器重，《租界與中國》(上海：鄉雲圖書公司，1928年）；徐公肅、丘瑾璋’《上海�
公共租界制度》(編者自印，1933年）；樓桐孫，《租界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年）：阮篤成編，《租界制度與上海公共租界》(法雲書屋’ 1936年）。其他尚�
有錢承緒，《戰後上海之工商各業》(華盛頓：中國經濟研究會’ 1940年）；蔡真�
云編’《蔣經國在上海》(上海：中華印刷出版公司，1948年）。�
西方學界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通商口岸研究大多是西方來華工作者�
撰述成果。大部分作品撰寫目的多以歷史考察為瞭解中國之基本手段，用獵罾�
形式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現況。上海為外橋最大的集中地，遂成為外國研究胃�
的論述焦點，其中尤以馬士（HoseaBallou Morse, 1855-1934)的著述影響最大。�
馬士早年任職中國海關， [ S I ]晚年專門從事中西關係史硏究，有關通商口岸•�
究著述主要包括《中華帝國的貿易與行政》、《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兩書’""曰b 
有專節介紹各省通商口岸概況。[ 3 2】此時期相關論著內容普遍強調中國歷史豸�
有關馬 士（H. B. Morse)任職中國海關之事功’參 Richard J. Smith, "Hart's Man 
the Margins: The Diplomatic and Advisory Role of H. B. Morse, 1874-1907,"收於务， 
霓霞、何佩然主編，《中國海關史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1997年）’ ^ 
573-595 ° 
[“】H. B.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Kelly 
Walsh, 191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1918).西方學界其他論及通商口岸著述尚有C. A. Montalto de Je®^^ ' 
Historic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9); Philip Wilson Pitcher, In�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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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停滯性’流露着作者對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之觀點，【 3 3]徵引材料大多 
為作者在華所見所聞和西方在華機關的出版品（如海關報告與西文報刊），中文 
材料之運用可謂絕無僅有’ 論述重點亦以通商口岸內西人社團與保護外人 
之不平等條約為主’部分作品更有為西方在華特權辯護之嫌。 [ 3 5 ] 
綜觀1949年前有關通商口岸的論著’在內容上仍然保存「城市傳記」及「掌 
故佚聞編集」之特點’史料意義較大，然而民國時期中文通商口岸論著在「反帝 
麵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已建立一套從反面角度評價通商口岸歷史的傾向’奠 
定1949年後中國大陸史學界反通商口岸之言論基礎。 
About Amoy: Some Historical and Other Facts Connected with One of the First Open 
Pom in China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1909); Min-ch'ien T. Z. 
Tyau，The Legal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17); En-sai Tai, Treaty Ports in China: A Study in 
diplomacy (New York: [s. n.], 1918); G. Lanning and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1); A. M. 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25); W. W.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7); Ching-lin Hsia, The Status 
of Shanghai: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 Possibilities Through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9); 
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 Canton: Its Port, Industries and Trade 
(Canton: Canton Advertising and Commission Agency, 1932); William Crane Johnstone, 
Jr., The Shanghai Probl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G. E. Miller, 
Shanghai: The Paradise of Adventurers (New York: Orsay Publishing House, 1937); Shuhsi 
Hsu, Japan and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 Walsh，1938); Ernest O. Hauser, Shanghai: 
133, Cityfoi^ Sa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0)等。 
^，寧（George Lanning, 1852-1920)與庫壽齡（Samuel Couling, 1859-1922)認為中國 
纟落的主要因素是遠離新思想（指西方十六世紀以後之思想變革）散播範圍’造成中 
iH)社會愚昧無知 ° 見 G. Lanning and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p. 16-17. 
馬士（H.B.Morse)為例’他在前文所述兩本著作俱未直接引用中文材料’費正 ’ 
2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2)認為原因在於Morse在華工作時期中國近代傑 
=的史學家群體尚未出現，中國官方文書亦未廣泛流傳；且M o r s e長期在通•商口岸 
C作’與中國知識分子未有深刻交谊。見John King Fairbank, Martha Henderson 
C^olidge and Richard J. Smith,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3S1 如 I如(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pp.222-224. 
^ M. Kotenev認為上海會審公廨是保障中國與外部世界政治與商業關係進步不 
避免的歷史行動’見 A. M . 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p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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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後西方學界對通商口岸之硏究（1949年至199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史學研究出現從考察個別和具體歷史事件轉�
硏究普遍規律之趨勢，加上非殖民地化運動與第三世界相繼興起，刺激西方-
界對全球發展中國家之研究興趣’ [361西方「中國研究」由是而興。戰後西方�
國研究受着「現代化」、「挑戰與回應」模式的影響’普遍認為通商口岸是西力�
文明輸入中國之據點，研究焦點集中於討論通商口岸與現代化關係等課題上。�
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國參與越戰的慘痛經歷，令西方知識分子反思到美國經驗《�
局限，意識到亞洲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導致以西方經驗建構而成的「現代化 jg 
論全面動搖；另一方面，施堅雅的區域研究理論為當代中國研究學者開拓�
的研究領域，促使後者視野從全國性層面轉移到省級以下的區域硏究，誘發•�
者對通商口岸城市硏究的興趣；孔榮寶（Paul A. Cohen, 1934-)倡導的「以中® 
為中心」史觀一方面刺激學者探索中國歷史內部的發展動力，啟發學界對社* 
史研究的興趣，促成近十多年來西方中國史硏究從政治到社會文化的全面轉�
至八十年代中期，William T. Rowe的漢口研究徹底打破Max Weber認為傳統中® 
城市缺乏市民階級之論點，為通商口岸研究的空間拓展產生積極作用，配合•�
中國大陸地區開放改革政策與地方史料不斷對外開放，為西方史家提供更�
的研究素材，運用其社會科學理論撰寫出饒具新意與史料翔實之硏究成果’ i® 
成近年來通商口岸研究的蓬勃發展。戰後西方史學界通商口岸研究發展’大豸�
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1、 「挑戰與回應」、「現代化」理論模式與中國通商口岸研$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共產革命席捲中國，西方史學界嘗試從歷史角胃= 
解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根源，形成五十年代西方中國研究崛興。當時西方�
界深受當代盛極一時的「現代化」與「挑戰與回應」理論之影響，不約而同爿�
些理論經過修正後回應至近代中國硏究上。�
Geoffrey Barraclough (楊豫譯）’《當代史學新趨勢》(臺北”:雲龍出版社’ 1999今）’ 
頁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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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西方史學界學者群中對通商口岸研究影響最大者首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與Rhoads Murphey (1919-)兩人 °�費正清於 1953年出版�
《中國海岸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放，1842-1854》一書，[37】首開戰後西方�
史家對通商口岸研究之風氣。全書論述鴉片戰爭後中國條約制度建立與通商�
Q岸的開放經過’重要論點有三：一為條約制度代表一種中外接觸的新模式’�
_了解條約制度，必須置於近代中國革命過程中予以理解；二為中國在西力入�
ft後經歷一個現代化過程，為傳統秩序帶來革命性影響；三為獨特的政府與社�
會本質決定中國對西方之回應(PP .4-6)。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出現三個特點：�
(、、）特殊風俗習慣使中國難以合併到新生世界的秩序中；（二）西力衝擊透過�
逋商口岸、傳教士與物質風尚等途徑引致中國鉅變’但這種現代化過程是受�
養中國人自身行為調節而改變，絕非純粹西化的；（三）通商口岸是一個混合�
中西文化的社會’並非典型的東方或西方產物（PP .6-7)。在該書中最受爭議的�
観點是費正清認為1860年後中國出現「『滿清一一中國一一西方』共治現象」(Manchu 
• C h i n e s e - Western "Synarchy"，條約制度取代朝貢制度，成為中國將外國人納�
入天朝體制之策略，通商口岸歷史淵源實可追溯至傳統中國的朝貢貿易(pp.464-
467)。[38】 
R h o a d s Murphey關於近代通商口岸專著有《上海：近代中國的_匙》、《通商�
D岸與中國的現代化：發生了甚麼錯誤？》和《局外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國的經�
• 》 ” M u r p h e y強調城市在西方社會變革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認為中國傳統�
&市以行政為主要基礎，缺乏如西方城市般成為變革中心的特點。十九世紀西�
力衝擊中國帶來通商口岸的興起’後者是傳統秩序的反叛者’為中國商人造就�
事業的新契機。通商口岸的新群體與部分士紳創造了國民黨’國民黨因無�
^�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reaty 
【相】 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費正清晚年曾對此一概念作出修正，承認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清政府已開始有 ’ 
近代國家主權觀念，在修約範圍内為行政權的完整進行交涉。見劉廣京，〈三十年 
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越勢〉’《近代史研究》’ 1983年1期（1983年1月）， 
[391頁如“ ‘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包印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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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決知識分子與農民迫切的要求而被共產黨打敗。_在《上海：近代中國的 
_匙》一書中，Murphey強調上海是傳統中國與近代西方世界的連接點；在隨後 
發表的〈通商口岸與中國的現代化〉一文中，⑷1 Murphey討論通商口岸為甚麼未 
能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佔有一個更重要地位，主要論點有二：一是中國近代逋 
商口岸是十六至十九世紀間南亞與東南亞地區港口城市系統的歷史與地理性伸 
延。這種城市未經籌劃的成長象徵着它們對亞洲秩序的瓦解與牴觸，屬於一個 
「現代化」與超國家世界（PP.18-19)。二是與其他大部分淪為西方殖民地的亞洲 
港口城市比較，中國通商口岸的西化精英未能成為當地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者 
與代言人（PP.20-22” 
《局外人》則為西方勢力入侵印度與中國過程之比較作研究，其有關通商0 
岸的觀點大致上是Murphey前作之延續與擴充，全書強調通商口岸未能如印度 
港口城市（port c i t ies )將其影響力滲入內地，近代中國革命性鉅變主要是由一個 
反通商口岸的本土運動（即共產主義運動）所帶來的（PP.2)。 
費正清提倡之「挑戰與回應」、「現代化」理論模式流行於五十至七十年代初 
期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丨 4 2】促使學者研究焦點集中於研究西方對中國的影_ 
(如傳教士與通商口岸之外人活動）和中國對西方的回應（如西化知識分子與& 
代中國政治史研究）’為日後西方通商口岸研究奠下基礎。但通商口岸研究真 
正勃興，則必須為七十年代以後區域研究理論與美國史學思潮改變所促成。 
2、越南戰爭對西方中國研究之影響與區域研究之勃興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 
六、七十年代美國參與越戰為西方(尤以美國為然）知識分子帶來重大衝擊’ 
打破了「彌賽亞主義」(Messianism)式的美國神話，⑷！固有西方中國硏究的概念 
_ Rhoads Murphey, "The City as a Center of Change: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 Ann^l^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4 (December 1954)，pp.349-362. 
[41�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Mark Elvin and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pp. 17-71. 
[ 4 2 ]劉廣京’〈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育292。 , 
_勞德.韓特（Lloyd Hunter)著（王興鑑譯）’〈美國神話與干預越南〉’收於季本‘节 
主編’《美國亞洲外交政策》(臺北：正中書局，1991年）’育1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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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規範受到新一代學者質疑°孔榮寶認為越戰對美國中國研究產生兩個重要影�
響：一是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國家在戰爭中的行為感到震驚與慚愧，從而用一種�
新的眼光來看待帝國主義’認為它是解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百年來所經歷各�
種問題的關鍵，形成以「帝國主義」模式分析中國歷史的傾向。二是越戰促使美�
_人正視自己力量的局限性，揭穿美國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領先的神話，�
使美國史學家放棄西方的準繩與衡量歷史重要性的標尺’探求一種植根中國而�
〒是西方的中國研究，形成「以中國為中心」史觀之興起。�
第一種傾向可以Frances V. Moulder與Louis T. Sigel的言論為代表。Moulder受�
到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1930-)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Theory)之啟發’於1977年發表有關中國與日本發展之比較研究’對通商�
•岸之歷史地位作出負面評價。[ 4 51作者認為與中國比較，十九世紀日本捲入�
世界政治經濟的幅度較少’得以取得較為自主的地位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發展工�
榮‘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的結合程度較深，缺乏發展自身工業之自主權，無法�
產生工業資本主義（pp.vii-viii)� ’隨着各種對外條約的簽訂與通商口岸的開放，�
中_喪失對外關稅收入的控制（PP.105-110)：南京條約內五口通商條款標誌着英�
_企圖滲入中國國內商業之努力’通商口岸的西方領事加強對中國沿海航運的�
控制’列強在通商口岸內的商業活動與工業投資（如煙草和綿織品）均對中國�
本_工業發展產生不良影響（PP.112-113)。 
1 9 7 8 年 S i g e l 發 表 文 章 评 擊 西 方 學 界 對 東 亞 地 區 研 究 的 謬 誤 與 偏 見 ， 並 對 M u r p h e y 
有關通商口岸的觀點作出嚴厲批判’� 認為過去數十年來西方社會科學家普�
_強調通商口岸在促進中國現代化之失敗’以富有種族優越感的學科訓練把西�
方社會發展模式（如「現代化」觀念）套進中國研究的框架中（PP.461-463)。他以�
绍洲歷史經驗為例’駭斥Murphey通商口岸論基本假設之謬誤：一是亞洲港口�
喊市的國家對外貿易未必能促進內部經濟的發展，「寄生性」（parasitic)及與其�
本國經濟部門毫無關係的經濟本質無法促成東南亞地區經濟全面起飛；二是�
$洲通商口岸與港口城市成長的西化精英往往因生活方式、目標和文化觀點與�
F*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I叫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7. • 
Prances V. Moulder, Ja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oward a 
^^interpr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a. 1600 to ca. 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146J University Press, 1977). 
buis T. Sigel, "Urban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in Asi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dem Asia, 4 (October 1978), pp.46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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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社會脫節，無法在政治運動中取得鄉村民眾的支持，同時基於殖民地商業�
發展之孕育，西化城市知識分子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亦往往是無效與自相矛® 
的（pp.472-477)。 
Moulder與Sigel的言論反映越戰後西方新一代中國研究學者對通商口岸研�
究模式與規範之不滿與反動’但這種觀點依然強調外力衝擊對近代中國之影響’�
與「中國對西方回應」學說的立論基礎大致相同，[ 4 7】且缺乏傑出硏究成果的支�
持，故未能成為主流學說。�
第二種傾向則可以孔榮寶的言論為代表。他於1984年發表《在中國發現歷史�
一一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48】批判五十至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西方�
中心研究模式（「沖擊一一回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傳統一一近代模�
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與「帝國主義模式」[imperialism model])，提倡儘纛�
採用中國人的角度及以中國歷史發展為取向的「中國中心的歷史」（China-centeitd 
history)，主張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着手來研究中國歷史，並儘量採取內部的（中�
國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判斷準則決定中國歷史現象之重要性；把中國按�
「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研究’並把中I® 
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的歷史撰寫(pp.l86-l8rr 
孔榮寶以中國中心史觀之出現恰好代替業已分崩離析的「現代化」理論與強調® 
力衝擊之研究取向，為八十年代通商口岸研究開拓新方向。而七十年代區域石幵�
究理論勃興，則為通商口岸硏究深化創造條件。�
區域研究素為七十年代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學界重視的硏究方法，原因胃�
二�：�一是因為美國行地方分權，各州的歷史很多；二是受社會學硏究方法的�
響，因為社會調查大多是區域性的。且中國幅員廣大，區域社會經濟發廣�
步伐懸殊，西方學者體會到只有將中國劃分成不同區域分別予以研究，方可*g 
在中國研究上取得更大成果。_在眾多主張區域研究的提倡者中，以施堅_�
間 William T. Rowe,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Olivier Zunz ed•’ 
Reliving the Past: The Worlds of Social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pp.239. 
【48】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 9 】張玉法 ,〈西方學者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收於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兆• 
聯經出版事業’ 1978年）’育59。 . 
�5
°
]艾惶（GuyAlitto) ’〈論目前在西方的中國地方史研究的越向〉’《中央研究院近 
史研究所集刊》，1 2期（1 9 8 3年6月）’育 4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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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至大。他的都市區域研究理論基本上收入其編著之《中國晚期帝制社會的�
城市》一書與〈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 大致包括三個重要概念：�
其一是「大經濟區」(macro-economic regions)概念：施堅雅擺脫傳統史家按行�
界線為劃分地理區域的原則’改以自然地理界線為劃分準則，把中國分為西�
北、華北、長江上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嶺南、東南沿海、雲貴和滿州九�
經濟區，每個大區再細分成若干子地區，考察各大經濟區的城市化歷史進程，�
提出中國區域間發展周期可能是完全不同步的論點，主張從區域城市化的角度�
探索中國城市之歷史演進過程，[ 5 2】進而指出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未必能準確�
反映經濟發展的趨勢，提出一個分析中國歷史的全新概念：中國歷史是一個由�
_絡相連接的地方史和區域史所組成之層次結構’在每一層次上，特定區域體�
的關鍵時間結構都是連續不斷的周期性插曲。 [ 5 3】�
其二是「核心與邊陲」(core and periphery)：施堅雅在分析「大經濟區」內部結�
_時’強調核心與邊緣之差異性。在傳統農業經濟體系中，除滿州與雲貴地區�
外’「大經濟區」內子地區的核心區都是處於河谷中的低地’核心地區較邊陲地�
，不論在農業資源、交通運輸與商業化程度上均有明顯優勢，人口亦較稠密，�
每�區域的主要城市都興起於核心區或通向核心區之交通線上，政府施政有限�
程度亦從核心地區至邊緣地帶而逐漸降低。 [ 5 4 ] 
其三是「集鎮等級制度」..：施堅雅以地理學中的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 
為框架’加以修正後套用到中國城市硏究上。他將中國城鎮分為一般性集鎮(standard 
彻rket towns)、中等性集鎮（intermediate market towns)、中心性集鎮（central market 
towns)、地方性城市（local cities)、中等性城市（greater cities)、區域性城市（regional 
Cities)、區域性大城市(regional metropolises)和全國性大城市（central metropolises) 
^ 
151] ^ 
Will 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 tanford Univers i ty 
Press, 1977)收鍊 Skinner�所撰論文包括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Urban and Rural in Chinese 
History”；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g 
China’，五篇；另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彻n Studies vol. 44, no. 2 (February 1985), pp.271-292�則為 1984�年 3�月 Skinner�就�
任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就職演辭，内容堪稱Skinner 
J城市研究理論的撮要與總結。_�
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211; Skinner, 
[53, ‘‘Presidential Address," pp.280-283. 
ts„ 补inner, "Presidential Address," pp.288-289. 
Skinner, "Presidential Address," pp.28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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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個等級° [ 5 5】城市的中心性功能因區域而異，但在每一區域內’則與該區�
域的核心一一邊緣結構及交通格局有着系統的聯繫’在經濟等結構較低的層次�
上，非正式的政治組織（如「道」的建置）在很多方面都與市場體系結構並存’�
[ 5 6 ]清政府為防止地方勢力對官府控制構成威脅’有意識地將其勢力劃歸不同�
行政單位之內。〖57] 
施堅雅的城市研究理論雖受到部分史學家批評與質疑’� 但仍然對通商0 
岸研究帶來極大貢獻：首先，從研究對象層面來看’施堅雅之區域硏究理論推�
動了七十年代以後中國研究從全國性層次下移至區域研究’提倡以歷史地理與�
經濟角度剖析中國歷史發展的型態’促成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勃興’開闢了八�
十年代通商口岸研究之坦途；其次，從硏究方法而言’施堅雅明確地指出商業�
中心地等級制度與行政中心地制度並不重疊，使從事中國城市研究的學者注意�
到一個在市場等級制度佔有較高地位的城市’往往在社會結構上與其他在行政�
等級佔有重要地位的城市有所不同，亦令西方學界研究重心轉移至大塑城�
市中心內的非行政性社會與政治權力架構。同時，施堅雅在1970年代編輯之S 
本中國城市研究論文集一一《兩個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與Mark Elvin合編）和�
《中國晚期帝制社會的城市》，載有多篇有關通商口岸城市內部結構的研究�
論文，後書所收斯波義信的寧波研究及M a r k E lv in的上海研究更是運用施®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 pp.286. 
_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 pp.336, 344-345. 
[57】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 pp.338-339. 
關Barbara Sands與馬若孟（Ramon H. Myers)以計量方法分析Skinner的理論’批評^ 
缺點有二 ： 一為「大經濟區」概念未能準確反映中國經濟資源模式’對每個「大•經 
濟區」獨立性表示懷疑；二為「核心與邊睡」概念在大多數個案考察中未能正確 
表中國資源位置’僅佔5%至6%之城市人口實未能提供足狗數據説明農村社會各部 
門的活動，見 Barbara Sands and Ramon H. Myers, "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4 (August 1986), pp.721-743.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9. 
_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 G. Willi^"^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_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Ws收入之通商口岸城市研究包括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Susan Mann Jones, "The NingP° 
Pang and the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Robert A. Kapp, "Chungking as a Center o 
Warlord Power, 1926-1937," pp. 143-170和 Mark Elv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 
1905-1914,” pp.239-262 四文.’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包括 Yoshinobu Shiba: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pp.391-439和Mark Elvin, "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
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 pp.441-473�二文。�
270 
^ 二十世紀中西學界的中國近代通商口岸研究述評 
雅的城市研究理論之成功範例’兩文俱突破西方史學界以鴉片戰爭為研究斷限�
的傳統做法，從長時段分析中國通商口岸城市的發展’強調寧波商人和上海水�
利工程在兩璋開港前後發展之歷史延續性，對八十年代以後西方通商口岸研究�
之轉型意義重大。�
3 � W i l l i a m T. Rowe的漢口硏究與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有 
關通商口岸研究成果簡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踏入八十年代’部分年青西方學者嘗試用西方哲學概念及其預設來應用於�
中國近代史研究’其中以WilliamT. R o w e 的漢口研究最受注意。 1 9 8 4 年 W i l l m m T . 
I^ owe出版《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一書’全書跨越前人�
以牙鳥片戰爭（1839-1840)為近代史起點的藩籬，以嘉慶元年(1796年)至光緒十五�
年（1889年）張之洞（1837-1909)出任湖廣總督為研究斷限’論述漢口城市社會�
濟結構的發展。全書反駭Max W e b e r 認 為 中 國 城 市 缺 乏 市 民 階 級 之 論 點 ， 強 調�
十九世紀後半期行會已具有Weber所稱的理性經濟行為傾向’指出十七世紀以�
^’中國經濟各部門出現「私有化」趨向，政府財政對貿易的倚賴更見增強，形�
成政府直接控制的漢口商業為商人取代’促成信貸業務與新型合伙經營制度出�
現’商人經濟獨立為前者帶來對地方事務之影響力（PP.341-342)。漢口社會發展�
努�特點是「市民階級」(urbanclass)之形成。隨着漢口都市發展’不同省籍人口�
、&入漢口從事經濟活動’這些居民超越出身地與習尚的分歧’合作管理地方事�
務’有利特殊都市意識（即「漢口人」意識）與真正市民階級形成（pp.342)�社會�
，織方面’漢口行會不斷發展，開始主導以整個城市為對象之社區服務(pp.343)� 
_合上述各個論點’作者認為在西力入侵前夕，中國城市已出現「早期資產階�
級J(incipientbourgeoisie)，他們不斷參與地方事務而變得「政治化」起來’對晚清�
&期政府稅收政策的惱怒促使前者對帝國政權疏離，間接造成他們對辛亥革命�
的支持（PP.345-346) ° 
沿襲與修正部分前書論點，William R o w e 於 1 9 8 9 年 發 表 該 書 姊 妹 作 《 漢 口� ：�
�個城市內的衝突與社會’ 1 7 9 6 = 1 8 9 5 �’�_全書以「國家」(state)與「社會^society) 
$者間之關係為討論主題，認為晚清時期有兩大歷史發展趨向：一為地方精英�、 
(62] 
William 丁.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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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實際事務產生濃厚興趣；二為「公共領域」(public s p h e r e ) 空前膨脹 ( P P . 1 0 ) ° 
與同時期西方城市相較’漢口民眾抗議與集體暴力行為的影響範圍遠較前者為�
小（pp.345)�’關鍵要素有三：一是有效的調停與遏制模式；二是民間社會傾向�
調解與妥協的習慣；三是高度制度化的社區意識。漢口都市社區意識不斷在地�
方活動（如龍舟比賽）與特殊地方習尚（如度量衡制度與方言）中得到強化（PP-
3 4 6 - 3 4 7 ) 。這種都市社區實際上是一個習俗建立過程 ( p r o c e s s of insti tution-building) ’ 
煞費苦心之成果。十九世紀漢口都市社區建基於一個靈活與包容的社會共識’�
後者不但包括儒家社會思想，更有關注民生的特點，涵蓋面達絕大部分社會P皆�
層，但這種共識是由擁有文化的經濟精英所主導（PP.347-348)� 
「公共領域」概念引起西方中國研究學界之激烈辯論，大部分學者均對該_�
念採取保留態度。[63】始勿論William R o w e 的 「 公 共 領 域 」 概 念 是 否 能 恰 當 地 應 用�
在中國研究的框架上，毫無疑問其研究有力地推翻W e b e r有關傳統中國城市2 
論斷，闡明至少自清中葉開始，中國城市已有一個堪與近代西方都市化媳美白勺�
獨有發展途徑，既刺激西方學界對中國通商口岸城市研究的興趣，客觀上為Paul 
C o h e n 的 「 以 中 國 為 中 心 」 史 觀 應 用 在 城 市 硏 究 上 提 供 成 功 範 例 ， 更 鼓 勵 學 者 、 注�
意近代中國城市內部長時段的延續性與獨特性，開拓九十年代通商口岸研究@ 
新領域。�
八十年代中葉開始，西方史學界通商口岸研究日趨興盛，成為近代中國^>幵�
究之「顯學」，其中尤以上海研究不論在質與量均達到空前境地’原因有三：首�
先是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地區落實改革開放政策，沿海城市在經濟建設上取得® 
大成就，誘發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且部分沿海城市的多元化本質（如上海$ 
民社會特性）為西方學者提供極佳的研究素材；_此外，西方各國積極開發�
國的龐大市場，大多以上海、廣州等前通商口岸為拓展商貿據點，其國內公& 
_ 如司徒琳（ L y n n S t r u v e )認為歐洲社會與中國社會本質上是兩個不同文化世界’不 
可強行以分析西方社會發展的方法，去分析另外一種不同文化體系的歷史進秘；真 
學者如排除 H a b e r m a s對「公共領域」的定義内涵’而單把這概念作為思想的「^ 
發工具」，是否會產生「先入為主」或「強行比附」之缪疾？見司徒琳講述、處 
堅整理，〈近十年（1985-1995)來西方研究宋代至清代歷史的幾個熱門課題〉’《香 
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 8期（1996年12月）’ K 92-93。美國社會哲學家Craig 
C a l h o u n更認為美國流行這種史學’實與學界對東欧「公民社會」的興趣爽 ,蘇聯^ 
體的事實有一定關係。見梁元生’〈史學的终結與最後的「中國通」〉’《歷史棵 
索與文化反思》（香港敎育圖書公司’ 1995年）’ 1 2 2 。 
Tahirih V. Lee, "Coping with Shanghai: Means to Survival andjSucces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 Symposiu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 (February 1995),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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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樂於投入硏究經費襄助有關城市研究計劃，促進西方學界通商口岸研究的�
篷 勃 發 展 。�
其 次 ’ 1 9 4 9年以前中國通商口岸大多設有西方各國領事與租界’這些領事�
與本國政府間往來外交文書及租界檔案得到妥善保存（尤以英、美兩國檔案最�
為完備）’並於近年開放或複製售賣予各級學術機關，方便史學工作者使用。�
且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地區各級學術機關與西方學界交流頻繁，利便西方學�
* 到 中 國 沿 海 各 大 城 市 進 行 實 地 考 察 與 徵 集 地 方 史 料 。�
最後’隨着戰後西方中國研究成果不斷累積與研究環境的改善，岡新一代�
西方學者對中國社會之認識普遍較前人為佳，亦為中國史研究從政治外交層面�
轉移至社會史硏究奠下良好根基。且新一代西方中國研究學者在中國語言與文�
字能力較前人大大提高，便利他們直接從中文材料與個人接觸層面進行中國研�
^ ’ 再 加 上 他 們 大 多 接 受 廣 泛 的 社 會 科 學 訓 練 ， 自 然 能 寫 出 觀 點 新 穎 與 史 料 紮�
實 的 史 學 著 述 。�
““如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茱分校與康乃爾大學在魯斯基金贊助下舉行兩次 
「上海近代城市史」研討會’邀請上海學者如張仲禮、丁日初、沈祖蜂等赴美出席 
討論會’並於1 9 9 3年派出研究人員到上海參加上海城市開蜂1 5 0年之討論會。見 
葉文心’〈記柏克茱、康乃爾在鲁斯基金贊助下的兩次「上海近代城市史」研討 
t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 15期（1993年3月），百19-20 ° 
[
6 6】研究成果累積方面’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通商口岸研究與中國研究工具書 
之編纂、Albert Feuerwerker與劉廣京的經濟史研究、Maurice Freedman的社會與宗敫 
研究、Benjamin Schwartz與孔寶榮（Paul A. Cohen)的思想史研究、何柄棣、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與Philip A. Kuhn的區域研究與郝延平的商業研究成果等均為八 
十年代從事通商口岸研究之學者提供中國社會史之基礎研究。研究環境之改善方面’ 
1
9
5
8
-1
9 7
0年間美國對中國研究的公私撥款估計超過七千萬美元’ 1 9 71-1 975年美國 
及加拿大九十五個單位中文藏書量越百萬姆’ 1 9 6 0 - 1 % 9年間美國共有五十五所大 
學設有研究中國的博士學位課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編，《美國中國學 
le”手冊(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l"3年）’頁8-11。 
”馬若孟（Ramon H. Myers)與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1933-)曾於八十年代初撰 
文批評美國中國研究學者語文能力與所掌握的社會科學方法之局限性。語文能力方 
面’「在美國出生而從事現代中國研究的學者中，很少有人能充分瞭解中國語文， 
而達到能説能讀各種不同類型作品的程度」；社會科學運用方面’「终究是集中於 ‘ 
原始的、發展中的與現代的社會之研究，而不集中於研究複雜的歷史文明」，且由 
於「現代中國完全是從一個複雜_的歷史社會演進而來’其有關資料主要是W歷史文 
件的形式存在」’導致社會科.家研究成果「集中於地方社區而忽略了政體的演 
進」°見馬若孟、墨子刻著（劉紀曜、温振華譯），〈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 
究近沉（上)〉’《食貨月刊》’復刊10卷10期（1 9 81年1月），頁 29-30。八十年 
，中期以後美國中國研究學者大多有到中國本土學習語文之經驗’閱讀漢語能力亦 
普遍較前人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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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至今的通商口岸研究著述特點有四：�
第一� ’研究目標方面，近年西方學界的硏究成果，大多摒棄過去「沖擊與�
回應」的模式和帝國主義理論，試圖尋找中國通商口岸城市發展的內部動力’�
實可視為孔榮寶所提出的「以中國為中心」史觀的進一步發展’研究重點亦從逋�
商口岸之經濟功能及其在中國現代化之地位方面轉移至通商口岸內城市階級之�
成長和「都市化」所引起之各種社會問題上。�
第二‘硏究對象方面‘六、�七十年代成長的美國年青學者捲入反越戰的大�
潮流中，對民眾運動表示同情，因此把研究主題轉到民眾的歷史，從而影響彦1J 
美國對西歐和第三世界歷史的研究；t68]同時受着法國「年鑑學派」與英國「新示土�
會史學派」影響，西方史家開始從城市西化精英階層轉移至華人社會下曆 t t l 
各階層的硏究（如勞工階層、婦女、幫會、集體運動和文化認同等）’以人民群�
眾為敍述主體，重現他們的歷史，印證時代的發展與變化。_�
第三，研究斷限方面，通商口岸研究出現「上推」與「下延」兩種趨勢：前者�
跨越以骑片戰爭為近代史上限的傳統習慣，後者則將晚清與民國兩個時期視胃�
不可分割的歷史發展過程，學術成果之研究斷限普遍跨越「清中葉與晚清」和「@ 
清與民國」的政治史界限，探求近代中國長時期發展之歷史趨向。�
第四，研究方法方面，近二十年來西方通商口岸硏究（以美國最為顯著�
前人更大程度利用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理論從事歷史研究，並將論述® 
象或命題放入世界史角度予以證釋，除利用西方社會科學概念經修正後作為# 
論基點外，亦多以西方或第三世界之同類歷史經驗進行比較，尋找中外歷史_�
展的異同。�
其研究專著大致上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城市傳記研究。代表著作有Betty Wei的近代上海研究、Linda Co。ke 
Johnson之早期上海硏究和Frederic E. W a k e m a n的抗戰初期上海研究。前賽為�
岡黃宗智’〈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沉〉’《中國史 # 
究動態》’ 1 9 8 0年 9期（1 9 8 0年 9月）’頁 9 ° 
[
6 9 】葉漢明’〈女性主義史學與中國婦女社會史：當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婦女史学的展 
望〉’收於氏著’《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析論》(香港敘育圊書公司 f 
1999 年）’賈 47 0 
_ Betty Peh-t'i Wei,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inda Cooke Johnson, Shanghai: From Market Town to Treaty Port, 
185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Frederic E. Wakeman, The Shangh识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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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史通俗讀物；後書以上海地方志及英國外交檔案（Ra228與F.a682) 
為主要研究材料’論述宋代至小刀會起事時期上海歷史發展之連續性，並對上�
海開瑋初期華界與租界作出比較，認為租界之產生，除中國與西方人種族自我�
中心的心理因素外’亦因中國政府安置來華外人的政策與西方商人公共衛生與�
確保商業安全的考慮所致(PP.322-323) °小刀會起事為當地外人社區開展新的合�
作精神，大量逃避太平軍的中國難民逃入當地外人居住區，西方土地租賃者請�
求本國領事為他們提供更大的法律保護，形成1854年新土地章程之出現(PP.325-
326)。小刀會起事後華界城市規劃之改變反映中國傳統依然在當地佔有主導地�
位’與外國租界展現了上海雙重城市之面貌(pp.335)。Wakeman的抗戰初期上海�
研究考察淪陷初期中國人、日本人與西方人間的三角關係，指出此時期大部分�
抗臼運動是在重慶國民政府策劃下進行’日軍的恐怖統治與糧食管制政策使上�
海抗日運動稍告消減。�
第二類是政治史硏究。八十年代開始西方對近代中國政治研究之熱潮雖稍�
t減退，但仍有部分出色著作問世。較重要者有Parks M. Coble的上海資本家研�
究、JosephFewsmith的上海商人組織研究與梁元生的上海道臺研究。「nparksM. 
Coble考察北伐後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關係’否定前人認為南京政權主要代表�
t資本家利益之說法’強調前者並非代表資本家的利益’相反更竭力從政治上�
_制城市資產階級，榨取這些經濟現代化部分的力量’極力把上海總商會等商�
藥團體納入控制（PP .3)；南京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主要是國民黨政�
權的特性及其對資本家苟索所造成的（PP.3-4) ° Joseph Fewsmith嘗試以上海商人�
為主線，討論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認為國民黨的興起是對自晚清�
W來正統危機的回應；晚清時期商人團體地位日漸提升，成為連接國家與社會�
B勺橋傑°國民黨實行「黨化」政策改造社會’引致上海商人精英的不滿，轉而支�
持蔣介石的個人統治(PP.197-201)�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商人組織的合併加強了國�
家對社會之控制(pp.201-202)。梁氏著述則認為上海道臺在中央與地方政治利益、�
傳統與現代化力量、商業與文化之間負有「連接者」(linkage man)的地位，不但�
\ 
Parks M. Coble,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
1937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Joseph 
^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时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Leung 
Yuen-sang, 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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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外交官與現代化提倡者的角色’更肩負教育、道德範例和地方調解等任務’�
並否定上海道臺是李鴻章派系人馬的說法’指出部分曾任上海道臺的官員與李�
氏亦無特別的私人關係。�
第三類是外交史研究，包括HarumiGoto-Shibata的日英對華政策研究°� 作�
者認為有三個因素影響曰英關係與上海局勢的演進：其一是中國民族主義之成�
長°中國民族主義者之機敏策略令英日兩國利益分離’無法對中國作出一致反�
應；其二是日本經濟擴張令中英兩國視前者為可怕的競爭者；其三是英國在東�
亞缺乏軍事力量’迫使後者視與日本對抗為一愚蠢與無益的行為(PP.150-151广�
第四類是社會史研究’社會史研究堪稱當代西方中國歷史硏究中發展至為�
迅速之研究領域。近年美國「新社會史」的熱門課題（如階級、種族和性別)亦�
被引入通商口岸社會史研究中加以討論。近二十年通商口岸社會史硏究大致对�
分五個範疇：�
其一、通商口岸社會階層研究。華人社會階層研究大致上可分為兩個層面‘ 
即「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研究。「上層社會」硏究重要成果有Marie-Claire 
的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研究和傅薛石(PoshekFu)的上海淪陷時期知識分子研究。�
Berg6re認為隨着滿清政府公共權威的消亡，作為市民社會（Urban S o c i e t y ) 組 成�
部分的資產階級投身社會活動，建立自治機構，形成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賨�
產階級黃金時代以失敗告終’正說明如果沒有國家任何的干預，將無法建立保�
障國民經濟發展的機制（PP.7)� ’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促使它無法承擔由舊政權適�
渡至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之重任（PP.4)。他更反對過去西方史家認為通商口岸為�
一單純外國「飛地」的論點’強調通商口岸仍然受到商界優秀分子「資產階級」�
價值觀的支配，也使中國的航海、海盜、商業和冒險傳統得以延續�
傅凍石將抗戰時期上海知識分子分為三類：第一類知識分子如劇作家李健香�
1982)等嘗試繼續從事愛國文學創作反抗曰本侵略；第二類知識分子如詩人壬�
統照（1897-1957)選擇隱居被動的生活；第三類知識分子則選擇投向日本陣營。�
「下層社會」研究方面’以GailHershatter的天津工人研究、Elizabeth I Pe""?自$ 
— ‘ “ . 'g 
[72】Harumi Goto-Shibata, 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 1925-31 (New York: St. Maf" 
Press, 1995). 
[73] Marie-Claire Bergere, trans. Janet Lloyd,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oshek Fu,尸"-二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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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罷工硏究及Brian G. Martin的上海青幫研究較受學界重視。[74] Gail Hershatter 
的天津工人研究受着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史家E. P. Thompson勞工史研究的影響，�
放棄傳統勞工史注重工會組織與工人政黨之研究路向’考察工人階級的形成過�
程、日常生活與意識形態’並對天津工人的物質生活和娛樂作出概述’指出近�
代天津工人反抗活動模式是「常態的」勞工階層行為之伸展，罷工並非量度工人�
階級意識形成之唯一指標（pp.7-8)。Elizabeth J. Perry以考察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
工人罷工為主題’分析工人間通俗文化（以出身地為標準）與工作場地差異對�
工人政治動員之影響（ P P . 8 ) � 通過計量分析，作者指出罷工是工人爭取自身權�
益唯一有效與重要的武器（PP.7)，認為激起大規模工人抗爭運動的因素有二� ：�
首先是經濟因素，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國共內戰時期的通貨膨脹導致罷工浪潮；�
其次是政治因素，五四運動、五册慘案及內戰時期的排外浪潮’鼓動都市群眾�
超越工作場所的分野而參與示威(PP.249-250)；但並非所有罷工均是由愛國主義�
弓丨發’大多數工業行動多是由於工人意識到彼此間不同的待遇所致，實際上並�
祁階級意識的湧現（pp.251)。Brian G. Mar t in探討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幫的起源、�
發胰經過、及其與社會各主要階層的關係，指出青幫是近代上海社會、經濟與�
政治變革過程中的組成部分；青幫採納秘密社會傳統’通過控制毒品貿易、賭�
t專事業、勒索等活動’發展成有組織犯罪集團（pp.215)；上海特殊的政治環境�
=利青幫發展’不少青幫分子滲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察隊伍，華界中國當局�
•求利用青幫擴大其在租界內之影響力。三十年代青幫在國民黨國家社團主義�
(statecorporatism)下轉化成國民黨工會組織與城市經濟之重要部分（pp.216)。 
、外僑社會方面有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的上海在華僑民研究。[75]全書考察�
年代在華西橋社群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緊張關係。外僑竭力保障他們過去�
榮有的特殊權益’利用軍閥時期的社會混亂為藉口，使他們的在華特權合理化�
J^P-278-279)：面對來自中國民族主義者要求收回外人利權之抗議浪潮，上海外�
=與所屬國之對華外交政策出現分歧，外僑所屬國政府往往視上海為中國問題�
，：部分，願意放棄過時的在華特權換取與中國政府之良好關係，未必能完全�
•^合外僑維持現狀的期望（pp.281)；五册運動導致上海地區外橋與中國人關係� .�
【、】 ‘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3); Brian G.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175] Oq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icholas Rowland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e处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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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自此上海華人再不直接向外國請求保護，轉而追求上海在中國政治上的�
自主地位(pp.283-284)° 
其二是婦女與弱勢社群硏究。婦女與弱勢社群研究是近年美國史學界流行�
的學術趨向，與其國內七十年代開始興起的社會意識與民權運動關係密切’胃�
有「補贖史學」(compensatory history)的意味，目的為糾正以前「正統史學」(政治�
史與其他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之偏頗。近年有關通商口岸婦女研究代表作�
有EmilyHonig的上海女工研究與GailHershatter的娼妓研究。丨？7】前書考察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至1949年間上海紗廠女工參與現代化生產事業時所受到帝國主義者�
的剝削及對中國革命運動之態度（PP.3)，認為鄉土主義（localism)在女工間起了�
重大的分化作用（PP .4-5)。帝國主義並無強化工人對抗資本家之團結作用’-
反更加強工人間的分裂及對立（PP .5-6)。來自農村的紗廠女工不斷轉換工作環�
境甚至職業，構成建立工人階級意識的極大障礙（pp.246)。三十年代基督教女�
青年會（YWCA)夜校教育喚起女工的政治覺悟，促使部分畢業生在日後的政?g 
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pp.248) ° 
後者以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的上海娼妓生活為主題，但實際上是�
晚清民國時期作家與知識分子筆下的妓女世界研究。作者指出晚清時期「妓#」�
是一個中性詞匯’從十六至十九世紀，「娼妓」作為醫學上的名詞，常與梅毒_�
繁在一起。到1920年，妓女才被視作為社會問題的一個類別。作者過分注�
國文人與報章的著述，對豐富官方史料（如上海租界之官方檔案、國際聯�
資料檔案等）的注意未夠，實為美中不足之處。� 、�
弱勢社群研究則有EmilyHonig的上海蘇北人研究。™「蘇北人」向來被上海�
居民認為是次等社會階層，Hon ig以美國國內少數族裔研究為參考，試圖探# 
「蘇北人」這種社會概念之形成過程與功能（pp.xii)，認為「蘇北人」只是一個、工�
南當地居民創造出來的名詞，這個名詞主要是用來形容來自北方極度貧窮㈣_�
民，藉此闡明他們與這些下層階級之區別（PP.129-130)。「蘇北人」的認同亦成胃�
區別個人社會地位、財富與自尊心的準則：「上海人」是溫文爾雅與高雅時�
梁元生，〈史學的终結與最後的「中國通」〉，買 2 7。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 _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f^^'^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 n i v e r s i t y 
California Press, 1997). 
[78]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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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詞；「蘇北人」則是缺乏上述本質之反義詞（pp.131)。 
第三是文化與生活史研究°重要作品包括Bryna Goodman的上海地方網絡�
與認同研究、Frances Wood的通商口岸生活研究及Lu Hanchao的上海市民生活�
研究° [79】Goodman認為上海居民的籍貫分野影響到城市生活各層面之劃分（如�
建築形式、飲食文化、妓女等級、宗教活動與娱樂文化等），幫助了社會階級�
=野之形成 ( P P . 29 ”籍貫觀念與同鄉會組織是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城市景觀極�
富效力與易於辨識的文化特色。作為一種文化體制(cultural form)，同鄉組織除�
無法脫離物質基礎外’亦無法脫離一定的政治基礎(PP.307-308)。籍貫網絡不但�
為反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社會動員構成長期影響’亦較其他城市組織(如商人、�
攀生、工人團體）更能刺激中國人的文化感’從而融化成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
赛素(pp.312-313)° Wood以在華外人的回憶錄、自傳與遊記為考察通商口岸生活�
，主要材料’作者文筆生動是全書最吸引讀者之地方’唯對華人與西方人士之�
交往及華人社會低下階層的注意未夠。Lu Hanchao認為充滿生氣的商業文化是�
上海人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重要部分(PP.16-17)� ’絕大多數來自農村的新移民並未�
有資格享受上海現代化的物質生活，支配普通民眾思想模式的是一種追求美好�
生活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對他們來說’意識型態是日常生活的奢侈品，上�
海文化魅力在於中西文化之彈性結合(PP.296-297) °作者對上海方言俚語與文學�
i S t解與運用，亦增加全書內容之可讀性與深度。�
,其四為社會制度研究°較重要者計有KerrieLMacpherson的上海開堤初期公�
共衛生事業研究、Thomas B. Stephens的上海會審公廨研究、Christian Henriot�(安�
胃強）的上海市政研究與Frederic Wakeman的上海警政研究° _ Macpherson認為�
海開填初期，公共衛生已成為在華外人關注之課題。1850年代太平天國動亂�
1、丨 ^ ^ ~ 
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Frances Wood, 
No ^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 (London: John 
Murray, 1998);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i8„,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Kerrie L. Macpherson, /I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843、!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omas B. Stephens, Order and 
:cipline in China: The Shanghai Mixed Court, 1911-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似ashington Press, 1992); Christian Henriot, trans. No引 Castelino, Shanghai, 1927-1937： 
认打icipcd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3); Frederic Wakeman,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79 
周子峰 
期間大量難民湧入租界，引致嚴重的衛生問題°此外在華西方醫療專家(如Benjamin 
Hobson、William Lockhart等）開始在中國進行醫療硏究’並傳播西方的醫學知�
識’發展上海近代的醫療事業°醫療與衛生運動改變上海租界的外貌’剌激，�
人注意公共衛生與市政建設的重要性° Thomas B. Stephens認為民初會審公解晏�
一個有關懲處的審理團’具有執行排解糾紛與保障社會秩序之特點（PP.xi i)°會�
審公廨缺乏具體獨立政權的擁護，亦無憲法基礎支持’其設立目的主要是維= 
對租界華人之管制’其存在主要依賴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在華之優等地® 
(pp.112)。安克強探討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上海市政之本質與轉變’通過考察�
海地區國家（市政府）與黨（國民黨地方分部）之間的緊張關係’認為國民政胃�
施行的上海市政改革是當地制度長期發展的成果’也是在國家官僚逐漸加強砠�
方控制背景下推行的（PP.2-3) °但上海市政府依然未能脫離國民黨內部鬥爭的�
•雜，不能真正代表上海地方的利益’其活動受到幾個因素制約：一為市^府�
未能獨立於中央政府的控制’施政主動性受到限制；二為官員品流複雜；三為�
外國勢力的存在阻礙施政；四為地方社團的反對力量(PP .221-223)°其本質有= 
下特點：首先’市政府接管社會慈善事業的部分工作，說明政府試圖將其影= 
力滲透至社會上各部分；其次，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上海市政改革效果未彰�
歸咎於缺少資金外，亦源於缺乏政治毅力所致（pp.233)；第三是上海市政晏中�
國傳統與西方現代觀念和方法之結合(PP.234) ° W a k e m a n 從 社 會 控 制 角 度 討�
年至1937年間上海治安機關之建立與運作，認為國民政府的改革措施因地方$ 
對、缺乏資金及一二八事變等因素而被放棄0儘管政府努力推行警政人員的= 
業化及向城市居民灌輸「新生活」的概念’國民黨政權與其警政無可避免地成�
社會轉化的對象。�
最後是社會運動研究°包括Jeffrey N. Wasserstrom的學生抗議活動研究° 
全書以二十世紀學生的示威活動為主題’將考察重點集中於學生示威蓮動的, 
徵意義與學生把集體憤怒轉化為有效集體行動的過程上（PP .9)�’認為學虫�
活動具有鬥爭(warfare)和劇院(theater)兩個特質，學生則擔當政治演員（pGht^^a」�
actors)的角色(PP.2-9)�’強調分析學生活動時使用「精英與普及」、「農村與�
等分析方法之困難性：學生閱讀中國與西方典籍與新知’又參與農村節日�
及聘聽民間故事’故分析學生示威活動時’必須超越精英與普及文化之�
剛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y^f^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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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綜合調查(PP.11-12) 0民國時期的上海學生運動利用破壞官方與在華外人的言 
語、符號與行動摸式等方法’成功地挑戰當權者建基於政治中心的合法性，協 
助改寫中國歷史的發展（PP.291-293)。 
笠、1949年後中國大陸地區通商口岸研究之發展 
1949年中共建國，推行「史學革命」’強調反帝國主義與愛國史學’史學研 
究課題被限制在官方指定的範疇內’加上中共建國之初與西方列強交惡，作為 
t 西 文 化 交 匯 點 之 通 商 口 岸 硏 究 未 能 得 到 應 有 重 視 。 此 時 期 大 陸 學 界 的 通 商 口 
岸觀堪稱以毛澤東思想為主導的官方意識之延續與 I全釋。文革結束後，中共提 
I、，谓放改革政策’放寬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大陸史學家開始反思過去「以 
論帶史」與「教條主義」研究模式的局限性’突破「革命正統論」之理論框架， 
會史研究重新得到史學界的青睐°戰後西方史學理論透過與國外學者的學術 
，流、歸國留學生的引介、西文書籍翻譯等渠道流入’剌激大陸地區史學界多 
元化的發展°另一方面’開放改革後沿海的前通商口岸城市社會經濟不斷發展， 
^學界本着史學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的理念’吸納社會科學理論，開拓通商口 
，研究’形成九十年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1949年至現今中國大陸地 
@史學界的通商口岸研究’以文化大革命為分水嶺，大致上可分為兩個階段： 
1、第一階段：「史學革命」與「不是通商口岸之通商口岸研究」 
(1949 年至 1978 年） 
1949年中共建國後’即着手從事史學革命’試圖建立一套以馬克思一一列寧 
[82] ‘ . 
月春惠、林能士 ’〈四十年來大陸中國近代史（1 8 40-1 94 9)研究之調查及評估—— ‘ 
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中心的探討〉’收於沈清松主編，《中國大陸人 
文及社會科學發展現况》(臺北：_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1995年），頁 
大陸史學界反思過去「以論帶史」與「敎條主義」研究模式局限性之言論’尤 
^ ^對最具代表性。黎氏指出文革前歷史學中以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代替對具體 
^實具體分析的敎條主義倾向’在林彪、「四人繁」上臺後得到惡性發展’毁滅歷 
^學的科學性和嚴肅性。見氏著〈一九七九年的中國歷史學〉’收於氏著，《再思 
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年）’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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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毛澤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革命史學，強調階級鬥爭與反帝國主義理論° _ 
大陸學者唐振常(1922-)與許敏回顧上海硏究時指出，文革結束前近三十年間白g 
上海歷史並未被視作一門獨立學科被提出來研究，它只是在帝國主義侵華史與革�
命史課題下作為一種典型或例証來進行研究，是一種「不是上海的上海史」° 
種情況不單為上海研究所獨有’更是文革結束前大陸地區通商口岸研究的生®^ 
寫照。�
大陸地區早期的史學發展與政治息息相關，毛澤東思想對當時史學界影-
無遠弗屆。_欲了解早期大陸史學家對通商口岸研究的理論基礎，必先明_�
毛澤東本人對通商口岸的評論。繼承着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與反帝® 
主義的言論傾向，毛氏配合當時的政治革命需要而形成他對通商口岸之獨特® 
點，重要論點如下：�
就通商口岸之起源而言，毛氏強調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胃�
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根據不平等條約控制重 ® ® 
商口岸，並在部分通商口岸內劃出租界以便直接管理。_�
就通商口岸之本質與作用而言，毛氏強調帝國主義利用通商口岸為基地’�
造成「買辦的和高利貸的剥削網」，培養出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_�
高利貸階級」，便利其剥削廣大的中國農民。_�
就通商口岸之外資生產事業與文化事業而言，毛氏強調該等事業之剝a性& 
侵略性。帝國主義在中國經營各類型生產事業，利便直接利用中國的豐裕資�
廉價勞動力，並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阻礙中國本土生產力�
展，更利用傳教、辦醫院、學校、報紙等文化侵略政策愚弄中國人民。_�
_周朝民、莊輝明、李向平編’《中國史學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年）’買14-15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蒋「二 
公司’ 1979年）’頁1-2 ；厲林東、趙世瑜，〈史學理論〉，收於蕭黎主编，《中g 
歷史學四十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9年），113-14 ；吳安家，《中共吏等 
新探》(臺北：幼御文化事業公司’ 1983年）’買24-26。 
_唐振常、許敏’〈上海史研究四十年（19 49-1989)〉’收於上海研究中心编，《言“" 
上海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1年）’灵29。 ， 
_ 胡 春 惠 、 林 能 士 ’〈四十年來大陸中國近代史（1840-1949)研究之調查及評估〉’ 
頁65 ° 板 
陶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於氏著’《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 
社，1969年）’卷 2 ’頁 591。 
_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頁 5 9 2。 ” 
_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頁 5 9 2 - 5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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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通商口岸內中國社會各階層而言，毛氏認為西方資產階級在中國造成了 
兩類人：一類是少數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另一類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 
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後者是 
帝國主義的「掘墓人」。剛 
中國大陸早期有關通商口岸的研究基本是圍繞着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 
_共產黨〉所提出的「兩個過程」的論斷上進行：聞 • 
第一是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如何利用通商口岸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這類作 
品寫作目的主要是幫助中國「人民了解祖國過去被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慘痛 
，史」’並「激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91】如丁名楠、余繩武 
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強調五口開放後商品走私迅速地從廣州擴大到 
其他口岸’海關蒙受鉅大損失（頁75”外國商人以販毒、掠賣人口等活動掠奪 
中國資源’與西方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採用過的手段如出一轍（頁82)。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帝國主義是怎樣侵略我國的？》(編者自印，1965年）指出 
，界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對半殖民地國家進 
行各種侵略和罪惡活動的據點」（頁71)：上海人民出版社編，《上海經濟史話》 
(編者自印，1963年）之主旨則在於上海歷史之各個層面的敍述和回憶來「揭露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上海所進行的經濟上的罪惡活動」(〈編 
奢的話〉）。 .. 
第二是歌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與民眾起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編， 
《上海近代反封建鬥爭故事》(上海人民，1959年）；章回、包村等編，《上海近百 
年革命史話》(上海人民，1963年）：方詩銘’《上海小刀會起義》(上海人民，1965 
年）；天津市歷史研究所天津史話編寫組編，《義和團在天津的反帝鬥爭》(天津 
入民，1973年）；上海市黃浦區革命委員會寫作組，《上海外灘南京路史話》(上 
海人民，1976年）。 
、、第三是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罪惡和資本家對工人階級之剝削。如上 
侮社會科學院經濟硏究所編’《大隆機器廠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人民’ 
189]. 
,50,乞澤束’〈唯心歷史觀的破產2 ,收於氏著，《毛澤東選集》，卷 4 ’寊1402。 
即所謂「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 
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見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 J L 
. 丨產黨〉，頁 5 9 5。 . 八 
丁名械、余繩武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卷1 , 2版’（北京人民，1973年）. 
頁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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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編，《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上�
海人民，1958年）；上海市工商管理局編’《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北京：中華�
書局，1962年）：上海工商管理局等編’《永安紡織印染公司》(北京：中華書局’�
1964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硏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
人民，196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硏究所編，《上海民族機器工業》(北京：�
中華書局’ 1966年）；《江南造船廠史》(1975年）等。�
此外，中國大陸早期有關通商口岸硏究的另一重要成果為史料結集’大豸�
上可分為下列兩類：�
第一類是文史資料。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後’周'•^、�
來號召六十歲以上的委員將親身經歷撰成文字流傳從世’政協全國常務委員•�
設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負責徵集工作，_經官方史政人員整理’以《文史 "彳�
料》形式發表。文革前大陸全國與省、市級《文史資料》刊載文章之按內容劃 = 
約有四類：其一是歷史事件參予者的回憶文字，富有「口述歷史」之性質；其 f 
是檔案史料選載；其三是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文史考證、掌故佚聞撰述與研究_�
文；其四是其他歷史事件親歷者對已發表文章之回應與訂正。 $ 
第二類是專題史料結集。文革爆發前大陸地區有關通商口岸之專題史料矛 j 
集以上海數量最多，重點有三：一為民眾起事；二為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
為經濟史資料結集。前兩項為中共史學解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後者受目�
視之原因有三：一為1 9 4 9年以前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缺乏整理，遂成為1 9 4 9 $ 
後從事經濟史研究學者的當前急務；二為馬列唯物主義史觀重視歷史發展的 , 
濟因素，經濟史資料的整理與編纂亦成為建立革命史學的首要步驟；三為近〖•“^ 
經濟史資料有助學者找出証據支持官方強調帝國主義侵華與半封建半殖民㈱ 0 
觀點。 I 9 3 !民眾起事的史料結集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上海小力•�
起義史料匯編》(上海人民，1958年）；上海圖書館編’《上海新報中的太平夭，�
史料》(編者自印，1964年）。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史料結集有上海社會科學= 
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1960年）及《辛亥革& 
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1966年）。經濟史資料結集有上海社會科學院�
_〈發刊詞〉，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编’《< 
史資料選辑》’合訂本1飛1辑’百1。 _ 
�有關早期中共史家強調近代經濟史資料整理重要性之典型言論，參嚴中平’〈中= 
近代史研究上的一個薄弱環節〉，收於經君健編，《嚴中平文集》（北京：中國社f 
科學出版社 ’ 1996年）’ I 33-90 ° 
284 
^ 二十世紀中西學界的中國近代通商口岸研究述評 
研究所等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1958年）；《上海解放前後物�
價資料匯編1921-1957》(編者自印’ 1958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南開指�
數資料彙編：1913-1952年》(統計出版社’ 1958年）：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
《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人民’ 1960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輯’《上海地方志�
物產資料囊輯》(北京：中華書局’ 1961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
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人民，1962年）等。�
要而言之’此時期大陸地區通商口岸研究著述在學術上有一定的偏頗，政�
治宣傳色彩過濃，欠缺長久的學術生命力。相對而言，此時期史料匯編的學術�
«值較高，亦是值得現今從事通商口岸研究學者重視的珍貴史料。�
2、第二階段：從批判到重新評價一八十年代後大陸地區之 
通商口岸研究（1978年至1999年） 
八十年代中共推行開放改革政策’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漸次復趋，各大前通�
商岸城市相繼設立研究機關與組織舉辦各種相關的會議推動通商口岸研究。�
|:4]此種現象之出現’筆者歸納為「外緣」與「內緣」兩個因素’前者指中共政策與�
t t會環境之改變，後者指史學界自身內部思想之演化。「外緣」因素有二�：�
其一為政治氣候之寬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大陸地區的通商口岸研�
究幾乎完全停頓。及至1978年12月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文革以及以前「左」傾路線所封閉的研究領域都先後被突破，史學�
@究方向伸向近代史領域的各個方面，從前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西方史學�
®論與社會科學理論得到學界重視，為深化與擴展通商口岸城市研究帶來契機。�
其二為中共對城市史研究的支持和鼓勵。1978年部小平復出’強調開放改�
¥路線，過去的城市政策改為「重點城市」制度，將城市視作生產和「消費中心」。�
1980年率先開發四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並賦予上海等大城市享有更大的地方�
自主權。[ 9 6〗隨着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規劃成為迫� .�
.�
如上海設有上海史志研究會（灰立於1 9 8 1年 5月）、上海研究中心（成立於1 9 9 0年 
夏季）；天津設有天津史研究會（成立於1981年）。 
魏宏運’〈中國現代史〉，收於蕭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買 2 9 8。 
年呈惶禮’〈中國城市發展及現代化之關係〉’《明報月刊》’ 2 4卷1 0期（1 9 8 9年 
10月號），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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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9 7】由是城市研究在國家的推動下得以發展。在國家「^=^ • 
五」哲學社會科學的規劃中，上海、天津、武漢、重慶四個近代城市研究被列�
為重點項目，「八•五」規劃中又將「中國近代不同類型城市的綜合研究」與「^^�
市學」列作重點課題，推動城市史學科的形成與研究工作走向活躍’ [98】成績胃�
以從八十年代中期大陸出版的有關近代城市史的專著和資料集達五百餘部’�_�
關 文 章 約 千 篇 看 得 出 來 。 通 商 口 岸 既 於 中 國 近 代 城 市 史 上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且尚有數量龐大的相關資料保存於各大城市圖書館與檔案館內，當然成為從•�
城市史研究者首選的課題。�
「內緣」因素方面，其一是文革後大陸史學界對舊有史學硏究取向的反；哲“ 
十年文革動亂為中國大陸史學界帶來鉅大衝擊，文革結束後百廢待興’「豸�
條主義化」與為政治服務取向之研究模式已不能滿足史學工作者的主觀願望’�
「回到歷史唯物論」與加強馬列經典理論的研究成為風靡一時的口號。�
十年代中期「史學危機」與「史學無用論」成為學界流行的話題。蓋八�
代大陸地區推行經濟體制改革，歷史學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史學工作胃�
意識到過去強調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理論絕對化與教條化傾向已不能適 ® 
中國社會的需要，提倡史學改革的呼聲響徹雲霄。 1 9 8 6年《歷史研究》 _�
者發表短評，肯定史學應從主要研究革命與政治的層面轉向研究整個社會’�
以便充分有效地為「四個現代化」服務’� 加上在民國史研究勃興之背景•彡�
【97】陳克’〈近代中國城市研究：一個朝氣蓬勃的新領域〉’《天津社會科學》’ 1992 
年2期（1992年3月 > ’買67。 
_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論〉，《歷史研究》’ l " 2年3期（1 9 9 2年6月）’真4 二 
1949年後武漢的行政規劃包括武昌、漢口和漢陽三個地區’僅漢口為通商口岸’式 
昌1900年開闢的「自開通商口岸」。參潘新藻’《武漢市建制沿革》（武漢：（胡jb 
人民出版社’ 1956年），I 6 8 - 6 9 � 
州何一民’〈城市史〉’收於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 
出版社’ 2000年），頁307。 
陣，�有關此方面之言論’以李澤厚最具代表性，見氏著’〈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收於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 1987年）’頁2()3-2 ( )4� 
11
()
1|張玉法’〈臺海兩岸史學發展異同〉’《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8期（1994# 
9月），頁59 ° 
丨劉澤華’〈「史學危機」與歷史的再認識〉，《書林》’ 1986年2期（1986斗）’真 
3 ；劉修明’〈論歷史研究的低谷期與高峰期——對史學現狀與未來的思考〉’《丨 
漢論壇》，1 9 88年6期（1 9 88年6月），灵 6 4- 65 ：李時岳’〈史學的革新〉’《7… 
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1986年3期（1986年力月），育1 -3� 
【_〈編者的話〉’《歷史研究》，1986年1期（1986革2月），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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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下’� 史學工作者開始意識到過去近代史研究對國情認識的局限性’轉而�
將研究焦點集中於社會環境方面’並注意到經濟因素以外其他社會因素對歷史�
發展之影響，用較為開放的視野探討過去被人忽視的社會階級研究（如資產階�
級及其與社會階級關係研究）， [1Q5】有利通商口岸社會結構研究之勃興。�
其次是西方史學理論與中國本土社會科學勃興之影響。八十年代西方史學�
堙論之流入和中國社會學、民俗學研究漸次復興，豐富了史學界對城市結構和�
歷史之認識’更為學者提供各種城市研究理論，為過去偏重於政治史研究的史�
學界提供有待開拓之新天地。加上大陸近代政治史研究尚有一定的禁區，相對�
而言，近代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研究禁區較少’同時亦能與當代社會與經濟發展�
的現實有較大的聯繁’由是吸引大量年青的史學工作者轉而從事通商口岸研究，�
進就近二十年來通商口岸研究之急速發展。單就近年流行於西方通商口岸研究�
的三大理論與趨向（施堅雅的城市硏究理論、年鑑學派與Wi l l i amT . Rowe的「公�
民社會」理論）而言’施堅雅的城市硏究理論啟發了大陸學界對通商口岸城市�
與腹地關係及區域城市研究之興趣；年鑑學派提倡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與考察歷�
史長時段發展之觀點為學者提供分析通商口岸歷史發展之新視野，其所倡議之�
T ® 社會與心態史研究則引起廣泛關注和仿效； W i l l i a m T. Rowe的「公民社�
會」理論則引起學界的廣泛討論’有助通商口岸城市社會階級與社會結構研究�
之深化。� ..�
八十年代後大陸地區的通商口岸研究出現「縱向」與「橫向」兩種發展趨勢：�
「'縱向」發展趨勢是指大部分學者開始放棄「以論帶史」與「教條主義化」的研究�
•式，改以實證精神及「以史帶論」或「以論導史」的形式從事通商口岸研究；�
向」發展趨勢則是指研究範疇的擴大與多元化，除政治、外交與經濟研究外，�
吏擄展至文化、社會結構與組織諸方面°八十年代至今大陸地區通商口岸研究�
孫思白，〈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工作的進展概述〉’《中國歷史學年蓉1982�， 
(北京人民’ I 9 8 2年）’頁2 5 4 - 2 5 7 ；周子峰’〈中國大陸及西方的中國近代軍閥研 
l ios l評〉’《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8期（19%年12月），買76� • 
章開沃’《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人民’ I 9 8 5年）’ 1 4 - 7 , 2 0 5 �臺灣學者胡 
春惠、林能士對大陸地區核心期刊《近代史研究》登載文章進行計量分析，指出 
I9 8 9年後屬社會史、文化、条敎與敎育類文章之比例不斷上升，至1994年該四類 
文章已估當年文章總數之 2 6.1% 0見胡春惠、林能士 ’〈四十年來大陸中國近代史 
(1840-1949)研究之調查及評估〉’灵83-84� 
'''I羅福惠、田彤’〈引進.借蓉.變化——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近現代史學鳥败〉，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20期（1995年9月），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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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大特點：�
其一是重新評價通商口岸之歷史地位。過去大陸地區史學界普遍認為通�
口岸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據點，八十年代大陸學者開始重新審視通商口岸 2 
歷史地位，對前人之負面評價作出修正。就通商口岸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而言’�
莊維民認為煙臺與青島開嗥導致傳統封閉式市場系統解體，開放式市場系統�
之而興，在進出口市場經濟的影響與推動下，沿海城市功能得到充分發揮； [1。71 
王永年指出漢口的對外貿易開拓商業空間，剌激商業資本主義化和行業內部自g 
分化與改組，推動漢口近代城市與工業的發展；羅樹偉主編’《近代夭津_�
市史》認為1860年天津開璋意義在於打破作為首都附庸的格局，變為聯繁國！^�
自然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窗口。 [ 1 ^ ]就西方在華文化事業而言，來新 J 
主編’《天津近代史》認為帝國主義在華文化事業雖在主觀上含有侵略目的’丨�
在傳播西方文明與先進技術方面仍有一定的作用。 [ _就城鄉關係而言，戴敏�
鋼指出上海開璋後鄰近地區農產品之商品化加深個體小農與市場的聯繁，�
農村舊有的經濟結構、思想觀念和生活習俗束縛，推進當地經濟生活向近代 & 
會演進的步伐；張忠民則認為東南沿海口岸城市為附近農村地方工業提供�
興起條件，後者猶如一把「兩刃劍」’農村經濟一方面獲得發展契機’另一方® 
亦被捲入近代市場的風險中。 [ " 2 j 
其二是重新評價租界的發展過程與歷史作用。過去大陸史學界沿襲官方 -
點，純粹強調租界之負面作用’對近代租界問題缺乏深入探索，八十年代:�
學者改以重視史實與較開放的角度討論租界問題。租界研究意義方面，�
認為回顧租界之歷史，既能使人民理解舊中國，培養與增強愛國主義精神’亦�
能吸取歷史教訓，在維護中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下完成現代�
標； [ i i 3 !張洪祥則認為硏究通商口岸、租界和租借地的歷史對於探索中國城市�
[
10
7】莊維民’〈論近代山東沿海城市與内地商業的關係——以煙臺、青島與内地商業的 
關係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 1 9 8 8年6期，頁1 5 2 - 1 6 7。 
�1 ( ) 8】王永年’〈晚清漢口對外寶易的發展與傳统商業的演變〉’《近代史研究》’ 198 
年 2期’買 8 3 - 9 6。 
[
_
�羅澍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買12。 
[
"。】來新夏主編’《天津近代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7年）’買 4- 5 ° 
戴鞍鋼，〈近代上海與周圍農村〉’《史學月刊》，1 9 9 4年 2期’育 4 8 - 5 5 ° 
[11
2�張忠民’〈近代束南沿海口岸城市周邊晨村的地方工業〉，收於張仲禮主编’《 
市進步、企業發展和中國現代化》（上海社會科學院’ 1994年），買176-191 ° 
[113】袁繼成’《近代中國租界史稿》（北京：中國財政經 > 出版社，1988年）’買iii ° 
288 
二十世紀中西學界的中國近代通商口岸研究述評 
道路之特點、途徑及為經濟部門決策提供歷史借鑒，皆有非常重要的意義。⑴�
租界形成過程方面，費成康指出租界是在中國「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得到全面發�
展’只有當行政管理權被外人侵奪後，外人租借地才會變成租界，加上清廷官�
吏昏庸無知’租界才會得到惡性發展； f l l 5 !張洪祥則強調鴉片戰爭後西方殖民主�
義者湧入各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使原來外國商民「居留地」的性質產生根本變化。1116] 
租界歷史作用方面’大部分八十年代以後出版之通商口岸研究成果，除仍然堅�
^^租界破壞中國主權之觀點外’亦從一個較以往客觀的角度評價租界之正面作�
用•唐振常主編《上海史》提出「租界雙重影響說」’認為租界的存在便利和加強�
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使上海在近代化過程中打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城�
市的格印’同時又提供一個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生產方式、生活方式�
和文化形態的「展覽館」，便於中國人從生活中對東西文明進行比較和借鑒，走�
出中世紀’邁向近代化； I " 7 ]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認為租界在客觀上�
影響重慶都市地域的結構，並對近代重慶城市的房屋建築、基礎設施建設、道�
路管理等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示範作用；[“ 8!周紹榮更指出租界會審公廨的司法程�
序為華界及中國政府所接受’且租界市民從報章對重大案件的報道中漸漸懂得�
g主、民權、法律、國家、民族等概念，極大地改造了市民的文化意識。 [ 1 1 9 1 
其三是以「現代化」和「城市化」為近代通商口岸研究的重要主題。六十年代�
$期「現代化」理論雖在西方學界飽受批評，但在大陸學界卻受到相當程度�
的重視’蓋因大陸的現代化建設正需歷史借鑒，以現代化為模式的中國近代史�
研究遂興旺起來；[1 211另一方面’開放改革後沿海城市急速發展，各類社會問�
ft不斷湧現，「城市化」硏究亦成為學界當前要務。在1989年11月四川大學召�
_的「近代中國城市硏究學術討論會」上，與會者分別就近代城市史研究基本線�
=
】張洪祥’《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與租界》(天津人民， i"3年）’買1。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年）’頁423-425。 
張洪祥，《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與租界》’買 I4。 
1
7】沈渭演、許敏’〈承前敌後的上海史研究——評《上海史》〉•收於上海研究中心 ‘ 
t i ie編’《論上海研究》’育12。 
[1::】陳藏涛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1年），•頁38。 
19】周紹榮’〈租界對中國城市i代化的影響〉’《江漢論壇》’ l " 5 年 1 1月’頁 2 8 -
32 0 
li"。】沈松橋’〈現代化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現代化研討會」紀要〉，《新史學》， 
春 1期（1991 年 3 月）’ i 116 0 
】羅福惠、田彤’〈引進.借蓉.變化〉，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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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問題發表意見，內容總離不開「城市化過程」與「城市近代化」兩大範_�’�
多數學者認為近代城市史研究應注意探討中國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過程、�
標誌、程度、特點和規律°� 大陸地區的現代化研究雖然在某程度上從域外�
研究（如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硏究所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布萊�
克（Cyril Edwin Black, 1915- )與羅兹曼（Gilbert Rozman)的現代化研究等得到啟發�
和借鑒，唯近年代大陸史學界所倡導的「現代化」概念與西方「現代化」理論有�
兩點不同：第一是否定西方現代化理論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論」，反對把歐美近�
代化模式視為普遍現象’注重中國傳統社會、近代中國爭取國家獨立、中外經�
濟關係等因素與現代化關係之探索；第二是強調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
把反帝反封建視為早期現代化的內容。[I23】大陸學者普遍認為近代中國「城市化」�
的發展模式與西方有鉅大差異，如樂正認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在西方殖民主義�
的陰影下得不到良好發展’形成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商強工弱的格局’阻礙工業�
化進步，城市發展出現極不平衡的局面，少數通商口岸處於與傳統中心城市抗�
衡的地位，也是最能體現半封建社會特徵和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效應的地方；[124】�
羅樹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指出西方近代城市化發展是伴隨產業革命發& 
的，近代中國城市發展是西方入侵新式沿海城市’進而把中國推向半殖•^⑽�
之過程。[⑵】� 一�
其四是新課題的開拓。隨着八十年代西方史學理論流入與中國大陸地區® 
會科學之復興，學者開始引入社會科學理論補充原有的馬克思唯物史觀’配合�
開放改革以來的特殊國情需要，開闢了不少新的研究課題’其中尤以社會史研�
究最見活力’茲將近年較受注目之新課題分述如下：�
第一是商人階級與商人組織研究。大陸地區早期的資產階級硏究目的晏胃�
【1221何一民、謝放、王笛’〈近代中國城市研究學術討論會综述〉’《近代史研究》’ 
1990 年 3 期（1990 年 5 月），頁 313-314。 
[
1
23】羅福惠、田彤’〈引進•借鉴•變化〉，灵35-36 ；處和平，〈新中國近代史學50并〉& 
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編，《新中國社會科學五十年》（北京：中國社會科举^ 
版社’ 2000年），頁361-362 ；張濟順，〈近代上海社會研究界説〉，收於上海研疼 
中心編’《論上海研究》’買149 ° 
“
24丨樂正’〈近代城市發展的主題與中國模式〉’《天津社會科學》’ l "2年 2期（199 
年3月）’育64-66。 
1125】羅澍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l " 3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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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鬥爭的目標而服務’ [ I 2 6 !八十年代的近代商人與商會組織研究則是在大陸�
社會「全民經商」熱潮的刺激下及史學界對辛亥革命時期社會環境探索的基礎上�
展開的。 [ I 2 7 !蓋大陸學界普遍將辛亥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商人既為資�
產階級重要的構成部分’商人與商會研究亦成為深化辛亥革命研究之邏輯性發�
8。 [ I 2 8 ]當中尤以晚清民國時期上海、蘇州與天津商會研究最受史家重視。徐�
靜新、錢小明的上海總商會硏究認為晚清時期朝野要求成立商會的呼聲正體現�
出近代化社會新思潮對政、商兩界之鉅大影響與衝擊；1920年上海總商會改組�
«味着紳商時代的結束和企業家時代之來臨，但因企業家謀求保障實業發展穩�
定的社會環境’與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產生矛盾’轉而支持以蔣介石為代表之�
右派勢力。 [ I 2 9】馬敏與朱英的晚清蘇州商會硏究認為商會組織雖然是清政府「由�
下而上」的催生物’但同時也是早期資產階級及其代表由下而上謀求團結以擴�
商權之結果；蘇州商會雖在清末反帝愛國運動中主動維護民族工商業者的經濟�
利益，但因領導權主要落在軟弱的商業資產階級上層手上，因此經常出現妥協�
的表現。胡光明的天津商會硏究探討晚清十年天津商會組織之演進過程、�
人事結構與歷史作用’除肯定商會在推動華北商業發展之正面作用外，亦指出�
其政治態度全以清政府態度為轉移。 [1 311 
第二是社會低下階層與外僑研究。娼妓研究方面，孫國群考察上海娼妓業�
發展與妓女生活的血淚史.，認為龐大娼妓隊伍不但是舊上海罪惡落後、貧富懸�
^ ^�
如黃逸峰指出：「如何正確認識和區別對待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買辦階級和民族 
資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建立反;f•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戰線’样脱帝國主義和 
新舊殖民主義的瑪伴’具有極其重大的政治意義」。見氏著’〈關於舊中國買辦階 
11”級的研究〉，《歷史研究》’ I 9 6 4 年 3期（ I 9 6 4 年 6月）’頁 8 9。 
碼筱才’〈中國大陸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2 6期（1998年 
, 9 月）’買 87 ’ 93。 
1128] 4. 
“29朱失，〈清末商會研究述評〉’《史學月刊》’ I9 8 4年 2期（I9 8 4年2月），頁115-116� 
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 9 ( ) 2-1 9 2 9)》(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 • 
年）°唯臺灣學者對該書論點頗有異議’參陳三井，〈評徐鼎新、錢小明著《上海總 
商會史》〉’收於國史馆主.场’《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辑（十二)》(編者自印’ 1994 
！年）’頁 8 7 - 1 0 8 � 
馬敏、朱英’《傳统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成都：巴萄書 
, ,社， 1 9 9 3 年）。 
明光明’〈論早期天津商會的性質與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4期，頁 
1 8 2 - 2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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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之突出標誌’也是半殖民地半病態社會裏的惡性腫瘤° l l3 2 !黑社會研究方面’�
郭緒印主編，《舊上海黑社會秘史》認為上海黑社會有三大特點：一為黑社會勢�
力和「黨國權貴」互相利用；二為中、下層社會的許多行業’依靠幫會勢力庇護�
才有立足之地；三為黑社會組織、設施及活動規模居全國之冠° II33]蘇智良、�
陳麗菲的上海黑社會研究從「過分都市化」、「多軌異質社會」與「社會控制機制�
異化」三方面探討近代上海成為罪犯樂土之原因’對黑社會組織之興衰、結�
與犯罪行為作出論述° [ I 3 4 )流 t民研究方面’馬陵合認為上海租界流 t民問題產$ 
的關鍵在於勞動市場上的供求差異，農民離村入城浪潮產生大量失業或半失業�
勞動者’租界社會的特殊城市幅射力為農民提供城市就業門路與投機冒險的機�
會；流 t民既為城市化提供原動力’也增大租界社會人口的壓力，使城市病過舉�
出現，傳統重義輕利的思想亦受到近代功利主義價值觀之衝擊° [B5】外橋研究�
方面，唐培吉等介紹上海猶太商人的發展史略與文化活動’ [I36】汪之成則考察�
上海俄橋的法律地位、與政府關係、文化及社會生活等現象 0 [137] 
第三是社會生活史與心態史硏究°如樂正的上海人心態史研究從「社會發�
展動力學」的角度，討論晚清上海人社會心態的變化過程， [ I 3 8 !認為近代商業® 
神造就上海人較強的求變欲望與應變能力；“ 3 9 !忻平的二、三十年代上海胃�
生活研究套用科學上的「全息理論」’提出「全息史觀」’將社會歷史的發®® 
為一種全息有機活動，認為社會各個組成部分均存在着對應關係，從人口、 A 
格、社會結構、衣食住行諸方面分析上海社會現代化的特徵與規律’並反大�
陸地區史學界認為上海屬「消費城市」之觀點’肯定了上海人•「生產性」大# 
「消費性」之特點；王振忠探討福州自然災害的成因及其與福州社會文化�
丨孫國群’《舊上海娟妓秘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I 9 8 8年）° 
]郭绪印主編’《舊上海黑社會秘史》（鄭州：河南人民’ 1 9 91年）° 
[
1
34】蘇智良、陳麗菲，《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斗” # 
他同類著述尚有胡訓、絮建，《上海繁會簡史》（上海人民’ 1 9 91年）° ^ 
�
"
5】馬陵合，〈流紙與上海租界社會〉’收於汪日軍、余國良編，《上海：城市、社會Z、 
文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l " 8年）’買 4 1- 5 5 ° 
圳唐培吉等著’《上海猶太人》（上海三聯’ I 9 9 2年）° 
[
”
7】汪之成，《上海俄橋史》（上海三聯’ l " 3年）。 ^ 
丨1洲章開沉’〈序言〉’收於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1910)》（上海社會’ 
學院出版社’ 1991年）’買2。 
[1391 同上書，買 423-425 0 
则析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及其社會生活’ 1927-1937》（ 
海人民 ’ 1996年）’買8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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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曰習俗、民間信仰及地方鄉里組織）之關係。1141】�
第四是人口研究°如鄭依仁利用人口學理論，配合中文檔案史料，分析鴉�
片戰爭後至1949年間上海的人口結構和變遷。[“2]李競能主編《天津人口史》則�
認為近代天津人口發展過程有三大特徵：一是近代天津商業和第三產業先於工�
業發展’在當地人口產業構成得到明顯反映；二為人口急劇增長主要來自人口�
遷移；三是從人口年齡結構來看’男青壯年人口比重較高。[⑷】•�
其五是城市文化精神的討論。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大陸地區城市急�
逮發展’同時受着學界「文化熱」之影響， i i4 4 !各大前通商口岸城市學術界為探�
索自身城市之特點’並從歷史中發掘人文精神資源協助精神文化建設，城市文�
化精神遂成為大陸學界熱烈討論之課題，其中尤以「上海精神」之討論最為熱鬧。�
陳旭麓認為「海派」是一個「歷史名詞」，是對傳統文化的標新和中西文化結合�
的產物’亦是一種藝術文化的新風格’其導源於上海是由上海在近代中國的特�
殊地位所決定；[I45!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提出「海派」是「一種中�
®型態的近代城市大眾俗文化’或也可簡單地說是一種『市民文化』」：II46】朱英�
則認為「海派文化」是一種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市民文化，與「京派文化」均從�
不同的角度和層次，促進中國文化的新陳代謝，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1 4 7】隗�
®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則別立〈重慶精神〉一章論述重慶人開風氣之先的�
近代精神與企業家在逆境中奮進的商品意識。從正面來說，城市文化精神的討�
_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與延續學界對通商口岸研究之興趣’實在值得吾濟所注視。�
其六是重視個別城市之通論式研究。近年來大陸地區研究單位在政府各機�
_支持下，以個人或集體撰作模式撰寫城市通論式專著。如上海有《上海港史�
lUjj 
I I ”王振忠’《近600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丨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人民’ 1980年）° 
丨1::】李親能主編’《天津人口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 9 9 0年 
有關文化熱興起原因之探討，參姜咒’〈英國新社會史及其在中國的回響〉’收於 ’ 
鲍紹露主編’《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I 
【161-163 ° • 
U45]. 一 
陳旭麓，〈論「海派」〉’收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统文化的再估計—— 
丨首屆國除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1986)文集》（上海人民’ 1987年）’頁365-369。 
11”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 1990年），頁1158。 
朱英’《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武昌：華中理工 
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7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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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編寫組’《上海港史話》(上海人民’ 1 9 7 9 年 ） ； 劉 惠 吾 ， 《 上 海 近 代 史 》 ( 華 東�
師範大學’ 1 9 8 5 年 ） ； 唐 振 常 主 編 ’ 《 上 海 史 》 ( 上 海 人 民 ， 1 9 8 9 年 ） ； 張 仲 禮 主 編 ’�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 1 9 9 0 年 ） ； 茅 伯 科 主 編 ’ 《 上 海 港 史 （ 古 、 近 代�
部分)》(北京：人民交通，1990年）；上海研究中心等編’《上海700年’ 1291-1991� 
(上海人民’ 1 9 9 1 年 ） ； 鄒 逸 麟 、 茅 伯 科 著 ， 《 大 上 海 、 上 海 港 ： 從 青 龍 鎮 到 外 高�
橋》(上海人民’ 1 9 9 1 年 ） ； 阮 仁 澤 、 高 振 農 主 編 ， 《 上 海 宗 教 史 》 ( 上 海 人 民 ，�
年）；丁日初主編’《上海近代經濟史》(上海人民’ 1 9 9 4 年 ） ； 馬 光 仁 主 編 ’ 《 上�
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徐新吾、黃漢文主編，�
《上海近代工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朱華等著，《上海一百年》�
(上海人民’ 1999年）：朱國棟、王國章主編’《上海商業史》(上海財經大學，1999 
年）：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上海人民’ 1 9 9 9 年 ） 。 重 慶 有 隗 瀛 濤 、 周 勇 ， 《 重�
慶開璋史》(重慶出版社’ 1 9 8 3 年 ） ； 隗 瀛 濤 ’ 《 重 慶 城 市 研 究 》 ( 成 都 ： 四 川 大 學�
出版社，1989年）；周勇主編’《重慶：一個內陸城市的順起》(重慶出版社’�
年）；魄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 9 9 1年）；龍生�
主編’《重慶港史》(武漢出版社，1990年）：余楚修、管維良主編’《重慶建窶fg 
革》(重慶出版社’ 1 9 9 8 年 ） 。 武 漢 有 皮 明 庥 ’ 《 武 漢 近 百 年 史 ： 1 8 4 0 - 1 9 4 9 � ( 武 昌 丄�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1 9 8 5 年 ） ； 《 武 漢 港 史 》 編 委 會 ， 《 武 漢 港 史 》 ( 北 京 ： 人 民 交�
通’ 1 9 9 4 年 ） ； 皮 明 庥 主 編 ， 《 近 代 武 漢 城 市 史 》 ( 北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
年）；廣州有徐俊鳴等著’《廣州史話》(上海人民，1984年）；程浩編，《廣')、_�
史•近代部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廣州$ 
沿革史略》(編者自印，1989年）；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廣州：暨南大學�
出版社’ 1 9 9 6 年 ） ： 丘 傳 英 主 編 ， 《 廣 州 近 代 經 濟 史 》 ( 廣 州 ： 廣 東 人 民 ， 1 9 9 8 年 广�
天津有李華彬主編’《天津港史》(北京：人民交通’ 1 9 8 6 年 ） ； 萬 新 平 、 碟 文 起�
編，《天津史話》(上海人民’ 1 9 8 6 年 ） ： 來 新 夏 ’ 《 天 津 近 代 史 》 ( 天 津 ： 南 開 大 舉�
出版社’ 1 9 8 7 年 ） ； 天 津 市 政 工 程 局 公 路 史 編 委 會 編 ， 《 天 津 公 路 史 》 ( 北 京 ： 々�
民交通’ 1 9 8 8 年 ） ； 天 津 市 交 通 局 天 津 公 路 運 輸 航 運 史 編 寫 委 員 會 編 ’ 妙�
路運輸史》(北京：人民交通，1988年）：羅谢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 1 9 9 3 年 ） ； 尚 克 強 、 劉 海 岩 主 編 ， 《 天 津 租 界 社 會 研 究 》 ( 夭 津�
人民’ 1 9 9 6 年 ） 。 福 州 有 鄭 元 欽 主 編 ’ 《 福 州 港 史 》 ( 北 京 ： 人 民 交 通 ， 1 9 9 6 年 ） ； 
王啟權主編，《福州史話》(廈門：覽江出版社，1998年）。廈門有孔立，《廈門史�
話》(上海人民’ 1 9 7 9 年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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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史料結集與工具書之編纂。史料結集方面’史料整理與出版素為大�
陸史學界重視之環節。除各類文史資料恢復出版外，各大學術機構和官方�
史政機關繼續出版有關通商口岸之檔案史料專集。這些史料結集題材的取向可�
以八十年代中期為分水嶺：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偏重於政治、反帝運動等傳統課�
題’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及經濟類課題日漸增加，九十年代後者更有凌駕於�
前者之趨勢°上述情況之出現，除因大量有關政治、反帝運動等重要而又經官�
方批准可以發佈之史料大多發佈殆盡外’亦反映出社會和經濟類史料已受到大�
陸地區史學界的普遍需求與重視。兹就筆者所見，將近年大陸地區有關上海、�
天津、廣州、重慶、武漢、廈門等六個城市之史料專集分列如下：�
上海地區史料專集有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
人民 ’ 1 9 8 0 年 ） ； 上 海 社 會 科 學 院 歷 史 研 究 所 編 譯 ， 《 太 平 軍 在 上 海 一 一 《 北 華 捷�
報》選譯》(上海人民’ 1 9 8 3 年 ） ： 上 海 市 檔 案 館 編 ’ 《 一 九 二 七 年 的 上 海 商 業 聯 合�
會》(上海人民’ 1 9 8 3 年 ） ； 黃 葦 、 夏 林 根 編 ’ 《 近 代 上 海 地 區 方 志 經 濟 史 料 選 輯 ，�
1 , 4 0 - 1 9 4 9 � ( 上 海 人 民 ’ 1 9 8 4 年 ） ； 上 海 市 中 共 黨 史 學 會 編 ， 《 上 海 抗 日 救 亡 運 動�
資料選編》(編者自印，1985年）；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
(1882-1931)》(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九•�一八� 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 9 8 6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一三抗戰史料選編》(上海人民，1986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上海郊縣抗日武裝鬥爭史料選編》�
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編，�
《上海百貨業職工運動史料：1937-1949�(編者自印，1986年）；中共上海市委黨�
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上海社會科學院，�
年）；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解放》(上海：檔案出版社，1989年）；上海市�
情案館編，《上海工會聯合會》(上海：檔案出版社’ 1 9 8 9 年 ） ： 上 海 市 檔 案 館 編 ’�
� � • " t 海 市 各 界 抗 敵 後 援 會 》 ( 上 海 ： 檔 案 出 版 社 ’ 1 9 9 0 年 ） ；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上 海 市�
&行金融硏究所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上海人民 ’ 1 9 9 0 年 ） ； 上 海 市 檔�
案館編’《五册運動》(上海人民，1991年）；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上海革命�
【Hs], -
如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等編’《上海地方史資料》(至1988年出版至第 
6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 
辑》(至l"3年已出版至74辑）；《福州文史資料選辑》(I986年出版至第6期）；《廣 
州文史資料》(l"4年出版至46期）；《重慶文史資料選辑》(1996年已出版至44期）； 
《度門文史資料》(1991年出版至I8期）；《武漢文史資料》(1999年出版至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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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資料：紀念建黨70周年》(上海三聯’ 1 9 9 1 年 ） ； 上 海 市 檔 案 館 編 ， 《 舊 上�
海的證券交易所》(上海古籍，1卯2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接管�
上海》(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 9 9 3 年 ） ； 李 必 樟 譯 編 ’ 《 上 海 近 代 貿 易 經�
濟發展概況’ 1 8 5 4 - 1 8 9 8� ：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1993年）；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料選輯•上海卷》(厦卩纟大學�
出版社’ 1 9 9 4 年 ） ； 上 海 市 檔 案 局 等 編 ， 《 上 海 檔 案 珍 品 選 》 ( 上 海 ： 東 方 出 版 = 
心，1996年）；上海市檔案館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罪行史料匯編》(上海�
人民，1997年）；上海市檔案館編’《清代上海房地契檔案匯編》(上海古籍’ 1999 
年)。 ti 
天津地區史料專集有天津歷史博物館等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
選輯》(天津人民，1979年）；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國聯軍在夭津》�
(濟南：齊魯書社’ 1 9 8 0 年 ） ： 天 津 市 文 化 局 戲 劇 研 究 室 等 編 ’ 《 周 恩 來 同 志 青 年�
時期在天津的戲劇活動資料彙編》(天津：百花文藝，1981年）：夏家善、崔_良�
等編，《南開話劇運動史料’ 1 9 0 9 - 1 9 2 2 � ( 天 津 ： 南 開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8 4年）；中�
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五册運動在天津》(北京：中共黨史“資�
料出版社，1987年）；仇潤喜主編’《天津郵政史料》(北京：航空學院出版社’�
1988年）；天津市檔案館等編，《清末天津海關郵政檔案選編》(北京：中國集郵’�
1 9 8 8 年 ） ； 天 津 市 檔 案 館 等 編 ’ 《 天 津 商 會 檔 案 匯 編 ( 1 9 0 3 - 1 9 1 1 ) � ( 天 津 人 民 ’�
年）；天津市檔案館編，《袁世凱天津檔案史料選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
天津市檔案館編，《北洋軍閥天津檔案史料選編》(天津古籍，1990年）；南�f大�
學歷史系編’《天津義和團調查》(天津古籍’ 1 9 9 0 年 ） ； 天 津 市 檔 案 館 編 ’ 《 ^ 口�
通商大臣致津海關稅務司札文選編》(天津人民’ 1992年）；天津市檔案館等編逮�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天津人民’ 1 9 9 2 年 ） ； 天 津 檔 案 館 等 編 ’ 《 夭 @ 
租界檔案選編》(天津人民，1992年）；崔國良等編’《南開話劇運動史料’�
1 9 4 9 � ( 天 津 ： 南 開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3 年 ） ； 天 津 市 地 方 志 辦 公 室 編 ’ 《 益 世 報 〗�
津與香港史料選編》(編者自印，1997年）；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樓$ 
匯編（1937-1945)�(天津人民’ 1 9 9 7 年 ） ； 天 津 市 地 方 志 編 修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等 編 ’�
《益世報天津資料點校匯編》(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
廣州地區史料專集有廣東省檔案館編，《廣州起義前後的全國時局：齊’:�
關情報記錄譯輯，1924.4-1928�(編者自印’ 1 9 8 2 年 ） ： 曹 思 彬 等 編 ’ 《 廣 州 近�
教育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年）；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編，《解? 
戰爭時期廣州青年運動資料選編》(編者自印，1984年）；廣州市地方志編纂爹1 ‘ 
會辦公室等編，《廣州地區舊志氣候史料匯編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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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等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
粵海關報告匯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
重慶地區史料專集有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員會等編，《重慶工商史料》�
(重慶出版社，1982年）：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重慶地方志資�
料》(編者自印’ 1986年）；周勇、劉景修譯編’《近代重慶經濟與社會發展：1876-
1949》(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87年）；重慶市體育運動委員會等編，《抗戰�
時期陪都體育史料》(重慶出版社’ 1989年）：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重慶市檔案�
館編’《重慶大轟炸，1938-1943》(重慶出版社，1992年）。�
、武漢地區史料專集有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
湖北人民，1981年）；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漢口九江收回英租界�
資料選編》(武漢：湖北人民’ 1982年）：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等�
編’《武漢近代貨幣史料》(編者自印’ 1982年）；中國人民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
史資料硏究委員會編，《武漢工商經濟史料》(編者自印’ 1983年）；《武漢金融志》�
辦公室等編，《武漢錢莊史料》(編者自印，1985年）。�
、廈門地區史料專集有廈門市地方志辦公室等編，《廈門抗日戰爭時期資料�
編》(編者自印’ 1986年）；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等編，《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
丨"^》(廈門：覽江出版社，1990年）；廈門總商會等編’《廈門商會檔案史料選編》�
卩1� ：驚江出版社，1993年）；廈門市檔案局等編，《近代廈門涉外檔案史料》�
卩1大學出版社，1997年）：廈門市檔案局等編’《近代廈門經濟檔案史料》(厦�
=大學出版社，1997年）；廈門海關檔案室編，《廈門海關歷史檔案選編1911-1949》，�
第1輯（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7年）。�
工具書為一典型「利人之學」，亦是特定研究領域興盛後之副產品，大陸地�
®有關通商口岸之工具書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漸增加。大致可分成五類：�
其一是大事記。如王敏主編’《上海學生運動大事記：（1919年5月-1949年9 
^》(上海：學林出版社，1985年）；湯志鈞主編’《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辭書，�
年）：陶維全主編，《重慶大事記》（重慶：科學技術文獻，1989年）；中共上�
、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 1937.7-1949.5》(上海� .�
’ 1991年）；相守榮主編’《上海軍事編年’公元132-1900年》(上海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2年）：王壽林編，《上海消防百年記事》(上海科學技術、1994年）；�
，潤喜主編’《天津郵政115年大事紀：1878-1993》(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
.建樹’《現代上海大事記》(上海辭書’ 1996年）。�
^其二是百科全書°如《福州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等編’《福州百科全書》(北�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4年）；《廣州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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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 9 9 4 年 ） ； 上 海 百 科 全 書 編 輯 委 員 會�
編’《上海百科全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 一 
其三是文獻索引與史料介紹°如高秀芳等編’《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傳® 
索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天津地方史資料聯合目錄》編輯組編’ j 夭�
津地方史資料聯合目錄.甲編》(天津圖書館，1980-1984年）；天津社會科學纟® 
史研究所資料室編’《天津報刊論文資料索引 ’ 1 9 4 9 - 1 9 8 0 � （ 天 津 社 會 科 學 院�
史研究所 ’ 1 9 8 2 年 ） ； 天 津 社 會 科 學 院 歷 史 研 究 所 資 料 室 編 ， 《 天 津 史 期 刊 論 = 
資料索引 ’ 1 8 6 0 - 1 9 4 9 � ( 編 者 自 印 ’ 1 9 8 5 年 ） ；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 《 上 海 方 $ 
資料考錄》(上海書店’ 1 9 8 7 年 ） ；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 《 上 海 方 志 資 料 考 錄 》�
海書店，1987年）；天津圖書館編’《天津地方文獻提要目錄：解放前中文�
部分》(編者自印，1996年）。 — 
其四是掌故匯編與辭典。如鄭祖安，《上海地名小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1 9 8 8 年 ） ； 上 海 市 地 方 志 辦 公 室 編 ’ 《 上 海 辭 典 》 ( 上 海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
馬學新、曹均偉等主編，《上海文化源流辭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 
年）；薛理勇’《上海灘地名掌故》(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1 9 9 4 年 ） ； 熊 月 之 $ 
編，《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人民’ 1 9 9 7 年 ） ； 薛 理 勇 主 編 ’ 《 上 海 掌 g 
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廣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編’《廣+、�
名城辭典》(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00年）。�
其五是檔案指南。如上海市檔案館二處編’《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歷史檔= 
資料目錄.教育類》(編者自印，1989年）；陸大鉞’《重慶市檔案館簡明指南》(�
慶：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0年）：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市檔案館簡明指i^》( 
海檔案，1991年）；上海市檔案館保管二處編’《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歷史檔�
料目錄》(編者自印’ 1 9 9 1 年 ） ； 上 海 市 檔 案 館 保 管 二 處 編 ’ 《 上 海 市 檔 案 館 ® 
歷史檔案資料目錄》(編者自印 ’ 1 9 9 1 年 ） ； 上 海 市 檔 案 館 二 處 編 ’ 《 上 海 市 ，�
館館藏民國時期統計檔案目錄》(上海市檔案館，1992年）；天津市檔案館編’�
津市檔案館指南》(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
六、回顧與展望：近二十年來中西通商口岸研究之比較 
綜合而言’中國近代通商口岸研究在近年西方和中國大陸地區均得目�
的發展’然而因政治、社會環境及史學發展的差異，兩地通商口岸研究 $ i l l 
研究動機與選擇研究的課題傾向、硏究理論與方法及史學觀點三方面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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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分歧’兹分述如下：�
其一是硏究動機之比較°西方學者研究通商口岸之動機’除出於個人感情�
因素外’更大程度上是將通商口岸研究視作理解和認識中國之输匙’也決定�
了他們提出問題的角度和方式° [！49】另一方面’西方學界對現實的關注也轉移�
西方中國研究之路向，如冷戰結束後的政治環境使西方學界從「國族主義」�
(nationalism)、「全球化」(globalism)和「性別」(gender)等角度探討通商口岸之發�
®� ；� 大陸地區學者研究動機則偏重於探索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規律，綜合通�
商口岸之歷史經驗，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服務。�
其二是研究理論與方法之比較。研究理論方面’中西史學界在一定程度上�
都注意到中國區域之不平衡發展趨向，改以區域研究模式考察個別通商口岸之�
®史演變過程。近年西方學者強調歷史文本的可變性及其文化建構的性質， [ is i i 
較前人更大程度利用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理論從事通商口岸的歷史研究，�
逝將論述現象或命題放入世界史角度予以證釋’除利用西方社會科學概念經修�
疋後作為討論基點外’亦多以西方或第三世界之同類歷史經驗進行比較’尋找�
中外歷史發展的異同，此舉無疑有利新課題的發掘及擴充通商口岸研究的範疇’�
但建基於西方歷史經驗的社會科學概念能否恰當地套入中國研究的框架內實屬�
_問。相對而言’多數大陸史家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抱有抗拒態�
^’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在官方意識形態影響下仍佔有主導地位。�
研究方法方面，西方通商口岸研究成果多為「微觀分析」，研究焦點通常集�
於某一通商口岸內的小問題或個案考察’研究對象多集中於某幾個規模較大�
的逋商口岸城市（如上海、天津和漢口等）’未能對一些較小型的通商口岸加以�
,察’無法對通商口岸現象作出一個整體的宏觀解釋，與現今美國「新社會史」�
〖，的問題如出一轍’卩 5 2]可謂「見木不見林」；大陸地區通商口岸研究成果多�
¥「通論式研究」’該類硏究雖然賦予讀者對特定課題有一宏觀的理解,對歷史�
=_普及化亦有幫助，但部分課題因缺乏「微觀分析」支持，除容易出現「見林�
$見木」的弊端外，再加上研究者在學養與識見俱有差異，研究成果質素良養�
此語原為唐振常與許敏對西方上海研究之評語’但就筆者所見’此語實亦能引伸至 
lisDl西方通商口岸研究上。見氏考’〈上海史研究四十年〉，頁36。 • 
StephenAverill著（吳麥、孫i譯）’〈中國與「非西方」世界的歷史研究之若干新 
趣勢〉，《新史學》，11卷3期（2000年9月）’頁159。 
• 上’ K 1 5 7 。 
，關美國「新社會史」研究之弊端’參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 
《新史學》，6卷3期（1995年9月）’買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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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齊與「低水平重複」的現象非常普遍°部分通商口岸經濟史硏究忽視區域經、 f 
內外關係的特點，或在功利目的推動下誇大城市經濟的發展程度’出現「孤立�
化」和「自誇化」傾向。[I53!此外’近年大陸地區出版業日趨商品化’嚴肅的史學�
著述普遍乏人問津’同時在國家體制對出版事業的嚴密控制下’通商口岸研究�
多是在官方或半官方機構贊助下完成和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意�
態左右實難避免，部分研究成果更有強烈「宣示性」的意義傾向’學術為政、冶® 
務之烙印相當明顯。�
其三是史學觀點之比較。中西通商口岸硏究雖同樣重視「城市化」研究’ & 
在對待「現代化」與「外力衝擊」兩個問題上卻出現重大分歧。「現代化」問題力�
面，七十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界開始普遍摒棄建構於以西方經驗為主的「現代 <�匕」�
理論，改為倡導「以中國為中心」的硏究取向’從中國內部發展考察歷史的發® 
動力，並採用「發展」(development)、「變遷」(change)或「現代性」(modernity)等以�
西方為中心色彩較不明顯的詞匯描述中國邁向現代社會的過程。相反，「現<< 
化」一詞在大陸地區卻受到知識分子的關注與討論’大陸學界的現代化理�
方面反對把歐美近代發展的摸式視為普遍現象，另一方面亦強調中國「現代 l b � 
過程之特殊性。梁其姿曾撰寫書評比較Wil l iamT. Rowe《漢口�：�一個中國都市內�
的衝突與共同體》與臺灣學者蘇雲峰《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一一湖北省�
1916)》(臺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81年）兩書對張之洞督鄂新政看$ 
之分歧，指出前者認為新政破壞原有社會共同體的意識，減低傳統社會遂、�
向資本主義化的可能性，並強調急進西化政策犧牲社會的和諧及自主’實�
不償失；後者則肯定新政進步性，並表現出對一個大有為中央政體之徵往二：�
蘇氏觀點其實與近年大陸學者對「現代化」的態度有相當程度的共通處：�
一定程度之西化改革是中國邁向富強的必然道路。假若我們將其觀點視�
國事的中國知識分子之典型意見，則此或許正反映出一個百年積弱國家的�
分子對西方先進國家之文明的懂憬及簡往，這種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社�
正是西方中國研究學者所缺乏的。唯要注意的是，史學家過分偏執於史學胃_�
[⑴ 1張海鹏，〈一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 l " 8 年 2 期（1 9 9 8 
年 3月），頁 2 8 9 ° 多 
[
1
5 4 】陳三井’〈評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收於國史馆編’《中國^^ 6 " " 
評選辑（十三)》(編者自印’ 1994年）’頁204-205。 
广zO, 
[1"】梁其姿’〈評 Wimam T. Rowe 著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 
1796-1895) ’《新史學》’ 1卷 3期（1 9 9 0年 9月）’買1 4 1 - 1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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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服務’是否會傷害到從事學術研究時所應遵守的價值中立準則？此實在值得�
中國學者之再三思量。�
至於「外力衝擊」問題方面，近年西方通商口岸研究普遍採納孔榮寶倡導的�
「以中國為中心」研究取向，過於強調中國社會本身的內部因素與動力，似乎稍�
為忽視外力對中國社會的鉅大影響； [ I56 ]大陸學界則始終強調通商口岸「半封建�
半殖民」之本質’主流聲音仍是一方面肯定西方侵略者既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
的傳播者’亦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壓迫者的論調。 I I 5 7 ]對一個過去近百年來飽�
受不公平待遇與歧視的民族來說，帝國主義侵華的恪印深深刻入民族主義者的�
心坎中’成為知識分子的集體記憶’加上在官方意識形態宣揚民族主義的影響�
下’大陸地區通商口岸研究強調「帝國主義侵華說」亦是可以理解的。誠然，過�
分強調「帝國主義侵華說」的通商口岸研究既容易流於政治宣傳，也無助於增加�
史學界對通商口岸本質與影響之理解0孔榮寶曾將Rhoads Murphey認為帝國主�
_侵華影響相對於幅員廣大的中國可能是微不足道之觀點比喻為「大象與跳蚤」�
(the Elephant and the F lea )，岡但假如我們無視於外力存在之事實，是否能圓滿�
地解釋上海為何從清中葉時期的中型城市搖身而成當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大都會？�
口通商後商璋及其鄰近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變遷是否與外力毫無關�
職是之故，外力衝擊對近代中國仍是值得史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
至於通商口岸研究之未來發展，就本文對大陸及西方兩地研究成果綜覽述�
介後’依其動向’提供展望四點：�
其一，近年大陸地區通商口岸史料結集的出版日見豐富，唯部分晚清民國�
時期的報刊和有關檔案資料仍然流散各處，學者不易覓見，若有關方面能繼續�
_這些資料及報刊整理出版，肯定對通商口岸研究之持續發展極有裤益。�
其二�’加強中西史學界通商口.岸研究之交流。中西史學界通商口岸研究在�
_點上雖有分歧，唯雙方對「城市化」等研究課題同樣重視，大陸學界雖依然強�
克思唯物主義的史觀，但綜觀當今部分流行西方史學界的社會學理論在一�
度上亦受馬克思理論所影響。 [ I5 9】加上冷戰時代已經結束，意識形態鬥爭�
^�
王笛’〈近年美國關於近代中國城市的研究〉’《歷史研究》’ 1 9 9 6年1期（1 9 % 
�1叫年2月），買184-185� -
”陳爭平，〈十年來中國大陸有關近代中外經濟關係之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 
11S8�訊》’ 26期（1998年9月），買108 ° 
[159]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pp. 129-135. 
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5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p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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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告別歷史舞臺，撇除民族感情與國家利益因素不論外，彼此間在思想上�
歧亦有漸漸縮小的趨勢。此外，西方學者硏究中國問題時特有的「局外人肖i：*」’�
對「當局者迷」的局中人來說，未嘗不是一種有利的刺激，往往能就中�
者未能察覺之特殊社會現象作出細微考察（如Honig的蘇北人硏究），其科際整g 
之研究方法（如計量分析、田野考察及調查訪問等）尤值得中國史學界學習。�
西方華裔學者黃宗智嘗提出中國社會經濟史已出現「規範認識危機」之觀點’ $ 
張史學界應立足於建立中國研究自己的理論體系， [ le i ]就前述的通商口岸研究�
趨向所見，五十至七十年代中西學界趨之若鶩的「教條式」馬克思主義與Max Web^ r 
的理論已無法圓滿地解釋通商口岸內所發生的各種歷史現象。由此可見，建$ 
完全屬於中國硏究的新史學「範式」正是二十一世紀史學家之努力方向’加弓食�
西史學界通商口岸研究之交流，肯定為中國研究邁向新「範式」之達成踏出重$ 
的一步。�
其三，加強對其他通商口岸之研究。近年來不論大陸地區或西方通商�
研究尚局限於上海等幾個大城市，對其他通商口岸之研究質素與數量俱未如_�
想。對大陸學界而言，近代上海之興起有其獨特之歷史背景及客觀因素所左�
「上海經驗」固然有其借鑒作用，但能否完全套用到其他城市則屬疑問’只胃® 
過全面考察通商口岸之歷史發展，檢討其發展規律，方能更好地為中國未來自丨�
城市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對西方史學界來說’各通商口岸人口、社會風尚、g 
濟結構俱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只有透過更多口岸城市的個案考察’方能吏有® 
地取得了解近代中國的输匙。舉Wil l iamTRowe的漢口研究為例而言’其個襄�
考察對象為一內陸城市，城市化過程中所受外力因素的影響明顯較其他沿、海-
商口岸為少，且漢口與其他內陸型的通商口岸（如重慶與長沙)亦有顯著姜舞’�
能否將漢口的城市發展視作中國傳統內陸城市之典型實屬疑問！區域研究對，�
解中國多元文化與社會結構之重要性至此顯露無遺，此亦為施堅雅等學者提 I，�
區域研究之精神所在。只有透過更多其他類型口岸城市之考察，方能為全®, 
握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過程賦予更大之可能性！�
其四’加強各通商口岸間及其他城市之比較研究。近代口岸城市數量眾多’�
分別在近代中國經濟體系上扮演不同角色’城市化發展速度與模式各有碧�
只有通過綜合比較，才能掌握各口岸城市之發展特點。通商口岸間比較方® ’ 
� _ 】 葉漢明’〈女性主義史學與中國婦女社會史〉’真 4 8。. 。 
【1 611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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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西學界的中國近代通商口岸研究述評 
近年大陸學者張仲禮（1920-)主編的《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人民’�
1990年）堪稱該種努力之初步嘗試，全書綜合比較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
廣州五大口岸城市之近代化發展；通商口岸與其他類型城市比較方面，通商口�
岸與其他外國城市之比較有姚錫棠主編，《上海香港比較研究》(上海人民，1990 
年)及《上海和橫濱》聯合編輯委員會等編’《上海和橫濱一一近代亞洲兩個開放�
城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但上述兩類研究成果在質與量兩�
方面尚有值得改善之處，如史學界能加強此方面之研究，必能增加吾濟對通商�
岸歷史面貌之全面理解。�
另外，值得注意者，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隨着「商戰」觀念與主權�
意識的勃發’清政府開始注意到租界對中國利權之侵害，故自行開放商璋以求�
達到維持列強在華均勢及增加收入之目的。據張洪祥統計，晚清民國時期該類�
「自開通商口岸」達三十五個之多。[_相對而言’史學界對該類口岸之研究尚�
嫌薄弱，「自開通商口岸」在地理分佈上遍及沿海與內陸地區’標誌着外國�
fe響力在中國內地之進一步拓展’若學者能就此問題作出深入探討，必能增進�
學界對民國時期中國經濟體系演變之認識。�
意大利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嘗提出史實雖然客觀地存在，�
但它的意義卻是由史家所發掘的，且研究興趣與動機也源於當代所關心的問�
®’歷史學家乃按照當代所關心的課題來思考歷史，因此「一切歷史都是當代�
史 J。此語堪稱近百年來中西史學界通商口岸研究演變與發展之最佳注腳。�
如何摒除過往的偏見，建立一個切合廿一世紀時代需要而又為中西學界接受�
的通商口岸新史觀，正是當代中西史家應盡的義務與責任。�
張洪祥’《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與租界》，頁 3 2 5- 3 56。 
就筆者所見’近年史學界相關之專題研究英文方面有DavidBuck,� 朋狀/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8);中文方面有彭雨新’〈論清末自開商蜂的積極意義〉，收於章 
開沃、朱英主編’《對外經y齊關係與中國近代化》（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
99
0年）’頁194-206 ；張建俅’〈清末自開商蜂之研究〉（國立金灣師範大學歷史 
iiM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年）；張洪祥.《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與租界》。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Douglas Ainslie, (New York: 
如court，Brace & Co., 1923)，pp.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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